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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类活动所导致的气候变化是全球面临的一个艰巨挑战。然而不同国家对全球温

室气体排放的贡献率及他们所面对的气候变化影响却有很大差别。这些差别以及各

国的不同能力和发展水平已经通过 1992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共同但

有区别的责任（CBDR）和各自的能力”这一概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

（UNFCCC）。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逻辑至关重要，它使得 20 世纪 90 年代谈判各方就

气候政策的国际法律框架达成了一致。然而矛盾的是，在展望 2015 年《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德班平台”下协商达成一个新的全球气候协议时，该逻辑却成为

了一个主要障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当初对于“附录 1”缔约国（基本上

是“工业化国家”）和“非附录 1”缔约国（即发展中国家）所作的二元划分既没有

反映科学知识也没有反映当前的政治现实。这一国际气候政策体系因此出现功能失

调。事实上，即使这些工业化国家做出比目前更多的减排努力，仅靠他们还是无法

避免危险的气候变化。发展中国家之间国家群体和国家集团的多样化，以及类似中

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他们已位列世界上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使得

我们非常有必要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定义及其实施情况进行反思。然而，

截止目前，在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这一不合时宜的原则进行适当调整

上并未取得任何进展。 

 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本讨论稿对国际谈判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概念

做出了最新的评述，目的在于找到一些机制，使“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能够重新

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 2015 年气候协议的一条有意义的指导原则。为

此，本文首先介绍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规范性框架，回顾了其在学术文献

中是如何被定义和解释的。其次，本文详细梳理了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下如何理解“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以及它如何解释附录 1 和非附录 1 的二分法，

并总结《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一些最重要的和最具影响力的缔约国（或各

国家群体）的不同政治立场。再次，本文分析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以及类似

的方法如何在许多不同的国际机制和政策领域中被投入实践，这些机制和领域包括

世界贸易组织、《蒙特利尔议定书》以及刚刚兴起的关于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讨

论。本讨论稿因此提出了有关排放的归因、标准和方式的不同方法。这些方法既顾

及到了减少与限制排放责任的区别化，也考虑到了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概

念化和实施过程中推动更广泛参与的机制。本文的结论是，灵活地落实“共同但有

区别的责任”原则既需要考虑到发展中国之间国家集团的增加，也需要考虑到新兴

经济体的崛起。最后，我们主张建立一个超越附录 1 和非附录 1 这一二分法的更为

灵活的体系，这一体系具有一整套有关发展水平、排放量和减排能力的透明的、可

测量的、可检验的指标，以及基于这些指标之上的分级和排除机制。 

 
  



致读者  

 本讨论稿不仅可供气候变化公共政策话语中的决策者和相关利益方参阅，也可作

为在一个变化的世界中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概念进行学术研究时的讨论材料。本

文结构简单直接，结构松散，既可以分开阅读也可以按顺序阅读，这样既方便快速

阅读，也容易被查阅参考。引言之后的第 2 章介绍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规

范性起源和概念框架。第 3 章介绍的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共同但有

区别的责任”的演变，以及各缔约国（或缔约国团体）的政治立场。第 4 章回顾了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在其他国际体系和情境中的体现。最后第 5 章总结了本讨

论稿的观点。尽管大多数章节可以独立阅读，但许多交叉参考和总结性的图表突出

了上下文之间的衔接，也提供了一个更大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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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发展政策研究所 (DIE)   1 

1 引言  

“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 
（乔治·奥威尔 ，《动物庄园》）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的能力”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国际谈

判中最基本的一个概念。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这一复杂难题上，“共同但有区别的

责任和各自的能力”反映了一个恒久的政治共识，即所有国家都需要尽可能地广泛

合作以应对气候变化及其不利影响，而且所有国家都有责任做出相应的行动。然而，

“有区别的”这个词也暗示在对不同的国家采纳和执行不同的承诺时，应考虑其不

同的条件和能力、他们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历史贡献、以及他们具体的发展需要（参

见 Honkonen 2009）。 

 然而矛盾的是，一方面“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1这一逻辑在 20 世纪 90 年代促

成了谈判各方就国际气候政策的法律框架达成一致，但是对于 2012 后条约调整的谈

判却构成了一个巨大的障碍。事实上，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德班

平台”来看，最近“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无论是在 2020 前目标还是在 2015 年全

球协议的谈判中，都已经成为了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各谈判方都必须找到公平的

方法使得全球变暖的幅度低于 2°C，其中包括资金和技术转移（例如 CAN 2013a；
BASIC Experts 2011）。 

 为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履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各缔约国最

初将其责任按二分法进行了区分。这种方法区分了“附录 1”缔约国和“非附录 1”
缔约国，前者指的是在 1992 年时属于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的成员国，以及另外一些

正在经历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本质上，这种二分法反映的是苏联解体之后各个

国家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的经济福利。在《气候公约》达成一致已近 20 年之后，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希望通过维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来保持不同类别国家

之间的明确划分。他们确实有一定道理。目前所有排放路径似乎在气候友好范围之

内的 65 个国家都是贫穷的发展中国家（WBGU 2009）。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放弃“共

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同于其对“发展的权利”的妥协（例如 Kartha / Athanasiou / Baer 
2012, 48）。尽管如此，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反对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作为

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原则，而要求增加各方责任的统一性（Deleuil 2012；Harris / 
Symons 2013）。 

 无论如何，随着发展中国家内部各国家群体和国家集团数量的增加和多样化，尤

其是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中国和印度目前已成为世界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使得对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最初诠释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附录 1 和非附录 1 的二分

                                                
1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学者和政策决策者经常提及的一般性原则，这一概念在 1992 年《里约

宣言》中第一次被当做一个原则被提及（见第 2 章第 1 节）。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
该原则被扩展至包括“各自的能力”，由此组成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各自的能力”。但是，尽
管这一概念被包含在了《公约》的“原则”一章，但明确指出不属于法律原则。因此在本报告中，
除非另有提及，我们采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不包括“各自的能力”）这一概念。也见文本框
1，第 2 章第 1 节和第 3 章第 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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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已经不再能反映目前温室气体排放的现实。如 Parikh 和 Baruah（2012）所指出的，

1990 年至 2008 年期间，非附录 1 国家的排放增加了 223%，而同期附录 1 国家已经

很高的排放量几乎保持不变。然而，自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于 1992 年通

过以来，在对于发展中国家动态的多元化做出更好说明方面，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

（Deleuil 2012；Parikh / Baruah 2012；WBGU 2010）。落入附录 1 和非附录 1 二分

法的南北政治自此被称为“功能失调”和“这一体系最大的缺陷”（Depledge / Yamin 
2009, 443）。有人甚至指出，“若是没有一个严格有效并能被共同接受的基本概念

来定义发展中国家参与的范围和程度”，任何真正的全球谈判都注定会失败（Walsh 
et al. 2011, 269）。显然，这种“发展中国家的参与”的背景和程度在政治上是有争

议的，而且不仅仅存在于国家之间。如同气候行动网络所描述的那样：“需要对‘共

同但有区别的责任’采取能动的方法并不意味着现存的附录应该被解除，而是意味

着它们并非是前进的途径。”（CAN 2013a）。 

 任何的前进都因“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在国际法律范畴内持续的模糊性和不确

定性而变得更加复杂。相应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核心内容及其蕴含

的责任本质仍然极具争议，从而加剧了正在进行的 2012 后谈判进程的困难（Rajamani 
2010；Deleuil 2012）。 

 在世界不断变化、以及需要大幅度降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背景之下，考虑到国

际社会亟需就一个宏大的国际气候协议达成一致意见，以便来得及赶上 2015 年在巴

黎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峰会，本讨论稿将会探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在国际气候

谈判中可能的解释和应用。本文回顾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各种定义以及它

们在国际谈判中的含义，辨识了在各种国际协议中是如何体现有区别的责任的机制，

并试图展开一场有关超越现存附录 1 和附录 2 国家二分法的讨论。这样，本文不可

避免地聚焦在减排上。尽管如此，作者承认适应以及最近兴起的“损失和损害”的

话题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些也同样体现在联合国气候谈判中。事实上，它们是对于

目前减排努力不足的明显反应。 

 在此背景下，第 2 章将会讨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规范性框架，同时回顾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如何在学术文献，尤其是在国际关系和国际法中被概念

化和被解释的。第 3 章则会详细阐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如何体现在《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中的，并会提供一个由缔约国、非政府相关利益方以及学术界提

出的如何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付诸实践的机制列表。本章会进一步解释基于

各缔约国经济发展和历史排放的附录 1 和非附录 1 缔约国的二分法。最后，将会总

结一些对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最重要和最具影响力的国家的相应的政治

立场，这些立场基于他们各自具体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排放路径。第 4 章继续分析在

各种不同国际体系中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或与之类似的方法，这些体系包括

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和《蒙特利尔议定书》。虽然这一粗略

的检视并不能提供一个严谨的比较分析，但对于共存于国际体系之中的“有区别的

责任”，本章的确能够提供一些线索以了解对其进行诠释时的那些相似之处和不同

之处。最后，第 5 章以概述不同类型的机制而作结，尽管有普遍存在的南北断裂线，

这些机制仍可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被用于责任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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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范性框架  

 本章将描述有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在国际关系和国际（环境）法文献中的

规范性观点。首先，本章第 1 节将讲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起源以及这一原

则如何在国际法中被确立，之后会解释它所隐含的公平和公正的原则。 

2.1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起源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概念产生于“公平在一般国际法中的应用”（Sands et al. 
2012, 233）。“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在国际层面正式将环境与

发展结合起来的手段，是一种使得一个国家的承诺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承诺更加“公

平”的方法，换句话说，就是更成比例。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逻辑的要素可以追溯至 20 世纪 70 年代要求建立一个新

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呼声，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以及 1979
年出台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授权条款”2（例如 Rajamani 2006； Honkonen 2009）。
然而只有在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才成为了一

个正式的国际原则，在这里，它第一次被清楚地写入那次峰会的《里约宣言》原则 7
（见文本框 1）。这一原则在就国际气候政策进行谈判的背景下获得了尤其明显的关

注，但它也与国际政治中的南北断裂线上的其他利益冲突有关（也见 Deleuil 2012；
Harris / Symons 2013)。 

 在开创性的地球峰会，确切地说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之前，国际环境

法主要的指导原则是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背道而驰的，因其着重强调国家之

间的主权平等和互惠（Stalley 2013）。如国际环境法一样，国际环境政策和相应的

谈判过程也主要基于 1972 年的《斯德哥尔摩宣言》，其原则 21 保证“各国享有根

据他们自己的环境政策开发其资源的主权权利”尽管也告诫“确保其管辖范围内或

控制下的活动不对其他国家的环境和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地区造成损害”

（UNCHE 1972；也见 Handl 2012；Sands et al. 2012）。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逻辑逐渐变得明显，例如在《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 
的谈判中，且自此成为了框架公约概念的一个典范。在《维也纳公约》之下的谈判

寻求国际层面有关破坏臭氧层的氟氯化碳排放的有约束力的规则，结果产生了 1987
年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尽管在《蒙特利尔议定书》中并未直接表述“共同但有

区别的责任”，但其明确表达了需要根据不同能力划分责任，在序言中它强调了“发

展中国家的情况和其特别的需要”，并将缔约国的“一般责任”与“其处理的方式

和它们的能力”联系起来（UNEP 2003 [Vienna Convention, Art. 2.2])。《蒙特利尔议

定书》相应地提供了若干机制来涵盖责任的区分，例如推迟发展中国家遵约，以及

提供特别基金以促进执行（UNEP 2003，也见第 4 章）。 

                                                
2  授权条款，正式名称为“关于发展中国家差别和更优惠待遇、互惠和更充分参与的决定”，于 1979

年在《关贸总协定》下被通过。它促使发达国家成员国要给予发展中国家有区别的和更为优惠的
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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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框 1：国际法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根据《里约宣言》中的原则 7，“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被定义如下（UNCED 1992）： 

“各国应本着全球伙伴关系的精神进行合作，以维持、保护和恢复地球生态系

统的健康和完整。鉴于各国对于造成全球环境退化的贡献不同，各国负有共同

但有区别的责任。鉴于发达国家社会对全球环境造成的压力和他们掌握的技术

和资金，他们承认在国际社会寻求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承担的责任。” 

类似的语言最终被编入联合国国际法条款 3.1 （1992a），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准

备会议中被讨论并随后被通过。因此： 

“各缔约方应本着公平的原则、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的能力，为了

人类当代和后代的利益保护气候系统。因此，发达国家缔约国应率先应对气候

变化及其不利影响。” 

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一般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因此被扩展为包

含“各自的能力”。然而，会议在“承诺”这一节（即条款 4）中并没有提及“共同但有

区别的责任”，而是讲到“具体的国家和地区发展优先权、目标和条件”，这样就扩宽了

解释的空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 年《京都议定书》突出重申了《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承诺”中的文字内容，既提及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也提

到了“具体的国家和地区发展优先权、目标和条件”（条款 10）（也见 Sands et al. 2012； 

Kellersmann 2000）。 

    在 1992 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

任”正式成为一条国际原则，成为峰会《里约宣言》的第 7 条原则的重要内容（见文

本框 1）。该原则从根本上认识到尤其是在国际环境法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

该原则包含两个核心概念要素，第一个要素关注的是国家对本国、所在地区以及全

球环境保护的共同责任，第二个概念要素指出考虑条件差异的必要性，尤其是各个

国家对造成某一具体环境问题的贡献的差异，以及该国家防止、减少和控制这一具

体环境问题带来的威胁的能力（Sands et al. 2012）。 

 从政治层面来看，“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原则被正式确立是几十年来广大

发展中国家在中国的强劲领导下的政治行动和谈判努力的最终结果（Stalley 2013，
也见 Biermann 1998）。可以说，该原则最突出的影响力是被包含在《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中。自此，围绕《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该原则形成了以《蒙

特利尔议定书》和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为基础的两个独特的框架：首先，气候变

化被确定为环境问题，解决的途径是控制污染；其次，气候变化与突然出现的可持

续发展范式有关，因而要强调代内和代际公平，强调发展中国家对当前全球环境问

题的次要贡献、他们处理环境问题能力的有限，以及他们将减贫列为政治上优先解

决的问题的普遍性（Depledge / Yamin 2009）。因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

能力”这一原则被写入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序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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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的全球性本质要求所有国家之间最大可能的合作，各国应根

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的能力以及社会和经济条件参与有效的和

恰当的国际行动。” 

 虽然本评论并不专门讨论气候变化的减缓，但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的

能力”还是常常不那么明显地与气候变化减缓联系在一起（Ciplet / Roberts / Khan 
2013）。对于附录 1 缔约国，要禁止明确强调适应性，因为这就等于承认为历史排

放承担责任，也就是为相应的适应性需求承担责任。的确，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下作的决定存在规避历史责任的倾向：而《里约宣言》则明确指出发达国

家对环境恶化的历史贡献，该问题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序言中也有相应

提及，这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背景下唯一一次被正式提及3： 

 条款 3.1 本身就存在气候变化减缓的倾向，因其提出：缔约方应根据“共同但有

区别的责任和各自的能力”保护气候系统[…]，同时发达国家缔约方应该“在与气候

变化和由此产生的不利影响的战斗中”发挥领导作用，即使作为“不利影响”也需

要做出适应（UN 1992a, Art. 3.1）。 

 认识到国际法的微妙之处，值得指出的是：条款 3.1 并没有狭义地将“共同但有

区别的责任”视为一条法律原则，尽管条款 3 的标题为“原则”（见文本框 1；也见

Bodansky 1993）。国际法律专家认为：条款的标题和其后所列的“原则”仅仅为读

者阅读公约提供了背景知识。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并不具备法律上的约束力（见 
Honkonen 2009）。 

 当谈到德班增强行动平台（ADP）临时工作组框架下的谈判时，这一点尤其有

趣。德班增强行动平台是 2011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第 17 次德

班会议时成立的，该平台下的谈判任务包括：1）在 2015 年前，建立一个“共同

但有区别的责任”在所有缔约国都适用的新的法律工具，并且于 2020 年生效；2）
取消 2020 年以前各国在气候变化减缓目标方面存在的差距。迄今为止，尽管各方

都承认德班增强行动平台的工作应该在公约的指导下进行，但是“共同但有区别

的责任”原则既没有在德班增强行动平台的使命宣言中提及，也没有体现在其决

策中。 

 Deleuil’s(2012)的分析表明，对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解释一直处于变

化之中：在谈判者们不时提及条款 3 时，它们通常被视作一些较宽泛的概念，如

公平，国家环境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具体需求。但是，Deleuil 同时指出，阐明“共

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在将来的位置和意义将有助于明确国家的类别和相应的国家

责任。而这又将为条约管理机构和所有缔约方服从和评议相关程序提供便利

（Deleuil 2012）。 

                                                
3  关于历史排放量的更详细的背景信息请参考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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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中隐含的“公平”和“公正”的概念  

 最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要代表国际（气候）政策中公平与公正的哲学涵

义。这两个“元原则”具有相似的哲学内涵，并在国际政治话语中经常被交替使用，

尤其是在当“南”“北”之间出现利益分歧的时候4。 

 基于此，Dellink 等（2009）认为“公平”和“公正”是两个一般性的，然而却

非常重要的概念，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就是源于这两个概念的政策性原则（见

图 1）。它们强调了实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两条路径。考虑到本讨论稿的目

的，我们将这两条路径视为相互补充，而非相互排斥。 

 首先，基于后果论的伦理原则（也就是，公正是行为和决策的结果），污染者具

有行动责任。这类责任是许多国际条约的一个重要部分，通过许多被广泛接受的政

策原则予以表达，例如： 

非伤害原则：国家主权不应包括对其他国家构成伤害的权利。 

污染者支付原则：污染者应支付为实现可接受的环境质量的成本，由此避免造成伤

害。 

预先警戒原则：污染者有义务避免对他人造成不可逆性伤害，即使是对潜在的伤害

缺少科学确定性。 

 其次，非后果论的行动逻辑表明某一既定行动的道德素质—也就是说，不管其是

“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均来自该行动本身，而不是其最终结果。例如，预警

原则体现的就是一种非后果论立场。为保证采取的行动能够避免潜在伤害或者杜绝

潜在伤害，并不要求出具造成伤害（也就是行动的后果）的证据。 

 Dellink 等人进一步（2009）将非后果论的伦理原则解释为“支付能力”原则，

这从根本上反映了“与各自的能力” 这一补充原则。该原则被添加进了最初的“共

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使得责任与能力被放置在了同等的地位。就政治而言，

该原则反映了发达国家对于其按历史排放贡献承担责任的强烈反对，由此导致对于

后果论“谁污染谁支付”原则的格外重视（参考章节 3.2 及 Deleuil 2012）。与此同

时，该原则强调所有国家都有责任坚持一些普遍的原则（如预警原则），即使这些

国家贫困且缺乏相应的能力。 

 “支付能力”逻辑有效地承认了富裕国家基于常规的一致性原则，应该为对抗气

候变化支付更多，不管有无证据表明他们直接或间接地造成了伤害。然而，它也暗

示了一个成本上限，因为没有国家会承担无法接受的高成本（Dellink et al. 2009）。

这一情况有可能在政治上引起重视，尤其是考虑到目前全球性金融危机影响到了许

多发达国家的经济能力。这势必会进一步限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谈

判，因为定义什么是不可接受的明显具有政治色彩。的确，发展中国家或许会争辩，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排放出令人不可接受的温室气体量。 

                                                
4  这并不是说，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公平和公正会被视为同义词。牛津英语词典将“公平”定义为“公

正无私的品质。”而“公正”是形容词“合理的”的名词形式，其意思是“无偏见和歧视地平等地对待
人们。”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中“公平”的简单的哲学解释，见 Rajamani (2006, 150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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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转化为政策原则的一般公正原则 
 

来源: Dellink et al（2009） 

 无论如何，支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责任”的“单一组合政策原则” 
（Dellink et al. 2009）的人竭力平衡后果论和非后果论立场。据此，提出的原则将把

为与气候相关的伤害所承担的责任和对抗气候变化的能力汇集到一起（包括为相应

努力支付的能力）。Stalley（2013）也指出，在具体的气候变化谈判和更广泛的国际

环境政治中，公正原则的实现被技术性地定义为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服从。

根据这一解读，“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经过长时间的变化，已经成为对发展中国

家缔约方要求国际环境合作中具有更公平的原则和程序的应答。将这一原则添加进

新的气候协议中对于实现其所要求的有效的普遍协议是必不可少的。 

3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将 195 个缔约国聚集在一起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今天已经具有了普

遍适用性，是气候变化领域主要的国际性法律文件。本公约包含两个不同的框架，

这两个框架很容易与《蒙特利尔议定书》和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联系起来。首先，

公约将气候变化归结为环境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控制污染。虽然普遍认为气候问

题跟之前的臭氧问题一样，没有快速的技术修复办法，但是臭氧问题及其《蒙特利

尔议定书》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气候变化的新的政治动态和规则制定（Depledge / Yamin 
2009）。其次，气候变化问题与可持续发展密不可分，强调代内和代际公平，强调

发展中国家对当前全球环境问题的次要贡献。发展中国家能力低下，需要首先解决

的是仍然存在的高贫困率（Depledge / Yamin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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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从原则到实践：“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与气候变化减缓 

 在这些将气候变化归为环境问题以及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框架下，“共同但有区

别的责任”在条款 3.1 中被表述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的能力（见文本框 1），
为 195 个缔约方有可能达成一致提供了帮助。 

 虽然公约文本的序言和条款 3.1（见 2.1 章节）都没有专门提到减缓气候变化，

但是有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讨论大多数与减缓温室气体的排放有关

（Ciplet / Roberts / Khan 2013）。公平原则被间接地纳入到气候融资协议中，例如，

根据协议，附录 1 缔约方用于适应的气候融资“将优先用于最弱的发展中国家，如

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非洲”（UNFCCC 2010, dec. 2/CP.15）。根据

气候变化行动网络（CAN），金融与技术支持是达成公平协议的关键（CAN 2013a）。
然而，Ciplet, Roberts 和 Khan (2013)的结论却是，在实践中，适应性融资到目前为止

更多反映的是发达国家的利益，而不是缔约方所接受的公正原则，其原因在于“所

承诺和发放的资金与实际的资金需求之间存在越来越大的缺口”（Ciplet / Roberts / 
Khan 2013, 64）。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条款 3.1 表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方式与

《里约宣言》存在许多重要区别。《里约宣言》明确指出发达国家对环境恶化的历

史性贡献，但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这些贡献只是在序言里有所提

及5。与此相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之外，

加入了“各自的能力”这个概念。因为发达国家强烈反对提及他们的历史排放量，

因而将责任和能力等同起来非常重要（Deleuil 2012）。最后，《里约公约》声明：

“发达国家承认其在追求国际可持续发展中的责任”，这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里的“发达国家缔约方应该起带头作用”完全不同。后者更为积极，但也隐

含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带头，或无论如何都会（最终）跟上步伐。 

问题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正式文本形成之后的 20 多年里， “共同但有区别

的责任”在法律上表现为含糊和不确定性的特征一直没有改变，其内容和所要求的

义务的本质一直备受争议（Rajamani 2010；Deleuil 2012）。 

1997 年的《京都议定书》（2005 年生效）明确了附录 1 缔约方（一般为发达国

家）与非附录 1 缔约方（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界限。大部分公约附录 1 缔约方同意

将限制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设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目标，如《京都议定书》中附录 B
所列内容。非附录 1 缔约方也签署了议定书，但并没有限制或减少排放的约束性目

标。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可以根据其发展需求增加排放量。此外，虽然

条款 3.1 提及附录 1 国家的“带头”，但无论公约还是议定书都没有明确说明非附录

1 国家应跟随这一“带头”，——如果需要说明的话（Depledge / Yamin 2009）。《京

都议定书中》条款 10 确实提到所有缔约方都应该“继续执行”《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中条款 4.1 所列的承诺6，但也明确说明“不为附录 1 之外的缔约方增加新的承诺”。
                                                
5 关于历史排放的更多背景信息请见章节 3.2。 

6  这包括，例如，编制、定期更新和出版有关人为排放物的来源及所有不受《蒙特利尔议定书》(3.1.a)
控制的温室气体排放物的移除的国家目录；国家或者地区项目的形成、实施、出版与定期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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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非附录 1 缔约方的“共同的义务”因此

有时被批评为徒有虚名（见 Honkonen 2009, 131）。 

 然而在将来，为防止危险的气候变化，不仅工业化国家，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都必须限制其温室气体排放量（WBGU 2009）。1990 年至 2008 年间，附

录 1 国家已经很高的排放量一直没有变化，但是非附录 1 国家的排放量却增加了 223% 
（Parikh / Baruah 2012）（见图 2）。 

 有人甚至预言：“没有一个坚定有效且相互可以接受的基本概念来定义发展中国

家参与的范围和深度，任何全球性的谈判都将几乎不可避免地走向分裂”（Walsh et 
al. 2011）。然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支持对涉及不同类别国家之间区分的“共同

但有区别的责任”进行严格的解释7。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使得如何区分国家之间的责

任更加困难，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也存有越来越多的质疑。最终，“尽力达

成新的共识变成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共同之处和区别

是什么？”（Deleuil 2012）。 

 

如何区别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形成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比较国家或人均排放水平。这些

指标存在的问题是：虽然抓住了“责任”这一相关概念的某些方面，但是却忽略了

其他方面。国家范围的排放量占全球排放量的份额抓住的是国际层面主权国家在排

放量贡献方面的因果责任，但却未反映出其他潜在的相关方面，如人口规模等。另

一方面，人均排放量虽然反映了人口的规模，但却不能反映造成排放量的原因。例

如，Ellermann, Höhne 和 Müller 在 2011 年写道：根据人均排放量，中国和拉脱维亚

应该承担同样的责任，尽管他们在总排放量上相差 500 倍，两国每年的人均碳排放

量均为 0.8 吨。 

 针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执行上的障碍，无论是研究人员还是缔约方

都已经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议过许多办法。与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

任”的广义解释一致，这些提议在排放归因、如何区分责任以及确保参与方面存在

很大的差异。鉴于此，表 1-3 列出了（非详尽的）基于三种不同类别的相关提议8。 

方法：这是对公平进行更加广泛的讨论最根本的第一步（与该讨论相对的是：如何

对排放量进行归因，谁应该为排放负责？）。在对谁应该减少排放量以及减少多少

做出决定之前，这一步非常关键。目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执行程序是

以国家间的谈判为基础，将排放量在生产者之间进行分配。这一点不可能改变，因

                                                                                                                                             
这些计划包含一些应对减缓气候变化影响的措施，通过查清人为排放物的来源及不受《蒙特利尔
议定书》(3.1.b)控制的温室气体排放物的移除；将把对气候气候变化的关注与相关的社会、经
济和环境政策及行动联系起来，运用恰当的方法，如在国家层面形成并确定影响评估，尽可能地
减少气候变化对经济、公众健康和环境以及用于减排和气候变化适应的项目的质量的不利影响
(3.1.f)。 

7  包括中国和印度：对于这些国家以及一些其他国家立场的描述见章节 3.3 

8  这些分类和后面的表格是为了列出争论的结构性框架，同时了解目前讨论中的一些关键提议，因
此内容并不详尽，概念实质也不完美。事实上，可以说参与机制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区别化，或者
可以说“生存性排放”代表的是一种分配排放量的方法而不是一种区别化的方式。然而，他们为本
文接下来的内容提供了一个连续的参照基础，接下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其它形式的例子也
遵循了同样的结构，提供类似的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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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许多在“方法”之下提出的机制也是多余的。即便如此，采用这一类别仍可以对

众多的提议进行过滤，有利于对“区别化”和“参与机制”类别的讨论。 

图 2： 全球化石燃料和水泥生产二氧化碳排放量：人均/国 
 

数据来源： Olivier / Janssens-Maenhout / Peters (2012) 

 

区别化：一旦排放量被归因，很自然下一步就是区分限排和减排责任。毫无疑问，

就责任区分和相应标准达成一致是该问题的政治核心。就此方面而言，谈判者面临

许多敏感的议题。这些议题不仅关系到区分的基础（如:为排放承担的责任；缓解的

成本及能力；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性等），而且也关系到包括责任类型的选择以及

大力调整的必要性（针对于被动无力的区分而言）等相关议题。 

参与机制：最后，一旦区别化的基础确定，通过许多参与机制可以确保普遍参与。

这些机制使得参与对于那些能力较低，或者发展和经济环境受限的缔约方更具吸引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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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温室气体排放归因方法 

 机制 提议者 解释 
方

法
 

预算方法 Horstmann 
and Scholz 
(2011); 
WBGU 
(2009); 
Honkonen 
(2009) 

该方法首先对全球变暖幅度可能超过 2°C 之前可以排放

的温室气体进行估算，然后在国家间进行分配。2011 年印

度在平等排放权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预算方法。德国全球

变化咨询委员会在 2010 年人口数量的基础上，也提出在

2050 年前采用一个类似的排放权利的方法。两项提议均包

含可交易权利，使得预算方法比早先的其他提议更具灵活

性，且目标更明确9。 

缩减和聚合 BASIC 
Experts  
(2011) 

此方法与上面的方法相似，但是由国家而非研究者提出。

每个国家在一开始先提出与本国目前排放水平相当的排

放权，一段时间后，其排放量须调至与其人均排放权一致，

而全球总预算缩减，以实现减少排放量的目标。 

温室发展权

（GDR）方

法 

http://gdrig
hts.org/ 

温室发展权于 2004 年首次出现。该方法与排放权和预算

方法不同在于它是一个分担努力的框架。温室发展权通过

一个分析性环境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公平原

则进行量化，在此环境下，人们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解

释公约中的公平原则，并检验其对于任何国家的含义。温

室发展权以 “公平谱系”为模式，这种模式不是静止的附

录，而是随时间变化，积极地为责任、能力和发展调整定

义。 

定义责任者 Dellink 等
(2009) 

哪个行动者应该承担责任：国家，企业或是个人？国家本

身不是温室气体的排放者，但却可能有权对排放进行管制

并承担国际义务。与此同时，让企业或个人负责可能会更

为复杂。 

将排放归因

于消费者，

而非生产者 

Dellink 等
(2009) ；
Harris 和
Symons 
(2013) 

排放物通常会归因于排放源。从伦理角度来讲，将排放责

任归因于消费者或许更有道理。例如，很大比例的中国排

放物与生产经合组织国家进口并消费的产品有关。 
基于消费的排放指标将会减少由各国指标差异带来的竞

争性，向由发达世界消费引起的排放物进行征税的谈判机

制应该被加强（如通过对等的边界调整）。这种执行“有
区别的责任”的替代性方法或许会在气候谈判中促成更多

合作性的成果。(Harris / Symons 2013)。 

部门为基础

的责任区分 
Sawa 
(2008); 
Honkonen 
(2009) 

部门为基础的方法可以决定政治上可以接受的国家指标

和从技术角度判定减排潜力的国内限额分配，包括在发展

中国家。为防止无效的多部门具体的谈判程序，Sawa 建

议将各部门分组为：1）与国际贸易和漏损相关的能源密

集型产业；2）主要在国内的部门，如电力和道路交通等， 

                                                
9  Honkonen (2009) 认为预算分配应该遵循康德的“定言令式”原则（categorical imperative）。

这种行为动机的方式需要一个人仅根据你能做到的准则行事，同时，希望该准则是一个普遍法则。
将其应用到二氧化碳减排的责任分担上，这一准则意味着每个国家选择一个减排水平，这一水平
至少与它希望所有国家都承担的统一减排水平相当。这将能反映国家对采取行动的真实倾向
(Honkonen 2009)。预算分配也可以根据实用主义，实用主义是结果论的一种形式。实用主义谴责
那些降低所有有关人员整体利益的行为。然而这给那些不愿做出承诺的搭便车者留下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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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接上页)：《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温室气体排放归因方法 
方

法
 (
接

上
页

) 

  这些部门的基准和最佳作法能够相对容易被识别；3）家

庭和商业部门，或者包含很多技术的部门，这样会使得指

标确定和指标的国际比较变得复杂。 
Honkonen (2009)指出欧盟也有一套以三位相连方法为基

础的负担分担计划，将经济划分为权力部门，以国际为导

向的重工业和“国内”部门。欧盟成员国对排放物的处理各

不相同，但责任平等。该方法将关注点从成员国之间贡献

和公平的比较转移到对欧盟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贡献与

公平的比较。 

来源： 作者汇编 

 

表 2：区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减缓气候变化责任的方法 

 机制 提议者 解释 

区
别

化
 

义务相同，

有区别的严

格程度或承

诺 

Deleuil 
(2012) 

所有国家都应承担限制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责任，但

有些国家应承担的义务更为严格。 
在应承担的义务范围之内，各国可以履行不同类型的承

诺，有些国家履行量化排放限减目标（QELROs）10，而

另外一些国家则承担可再生能源目标或能效目标。  

非附录 1 国

家之间的区

别化 

Parikh and 
Baruah 
(2012); 
Depledge 
and Yamin 
(2009) 

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附录 1 国家的责任仍然最为重要，

但是今后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责任区分是广大发展中国家

理性参与的前提条件。对非附录 1 国家可以进行分类，

有些发展中国家应承担更多减少排放量的责任。Parikh 
和 Baruah (2012) 建议根据三种标准，包括使用基线标

准将发展中国家分为三类: 1) 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反

映了一国的收入水平，能源类型及个人可利用的技术；2）
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作为一组国家的标准；3）碳排放与

GDP 之比，以了解经济效率，包括生产和消费技术。 

包括除经济

发展和排放

量之外的标

准 

Deleuil 
(2012); 
Karousakis, 
Guay and 
Philibert 
(2008) 

在其对现有指标和区别化框架的综述中，Karousakis, 
Guay 和 Philibert 整理出以下几点:  
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人均排放量 
占全球排放量的份额 
占世界平均人均排放量的比例 
每单位 GDP 排放量 
排放量增长率 
人均 GDP  

                                                
10  QELROs (Quantified Emission Limitation or Reduction Objectives)， 量化排放限减目标是

指《京都议定书》中附录 B 列出的发达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承诺，提供了与基准年或基准
时间段相关的百分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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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接上页)：区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减缓气候变化责任的方法 
区

别
化

 (
接

上
页

) 
包括除经济

发展和排放

量之外的标

准 

Deleuil 
(2012); 
Karousakis, 
Guay and 
Philibert 
(2008) 

人类发展指数 
累积排放量 
气候脆弱性指数 
制度指数 
他们的结论是：没有任何一个单一指标能够反映《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条款 3 里的多个原则，于是提出

“混合指标” 
最近的一些研究超越了经济发展和目前以及未来的排放

量，而考虑运用一些其他指标来确定有区别的责任；这些

指标包括：减缓气候变化影响的潜力 (Deleuil 2012)；减

缓气候变化影响的成本(Deleuil 2012)； 每单位 GDP 的排

放量 (Parikh / Baruah 2012). 

指标筐 CAN 
(2013a) 

根据公约核心的公平原则，气候变化行动网络提议对一

篮子指标进行定义，这些定义要既简单，同时又能充分

反映公平的原则。这些指标将是定量的和可测量的，以

实际的时间序列数据为基础，随时间的推移而及时更新。  

区分奢饰品

和“生存性

排放”  

Harris and 
Symons 
(2013) 

在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归于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责任的背

景下，世界上穷人消费的“生存性排放”的价格应该与

跟富人生活方式有关的“奢侈性排放”的价格区分开来。

仅仅因为奢侈品是在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就对奢侈品消

费产生的排放进行免责是不公平的。随着发展中国家富

裕的中产阶级的出现以及相应的消费模式的出现，这些

不一致变得越来越明显。  

来源：  作者汇编 

 

表 3：确保全球减缓气候变化行动获得广泛参与的机制 

 机制 提议者 解释 

参
与

机
制

 

经济补偿 例如：

Walsh 等

（2011）；

Romani 和
Stern
（2013） 

在减排上所有国家都负有相似的责任，但发展中国家有

权就其追求人道主义和发展目标过程中所受到的环境限

制获得经济补偿。《哥本哈根协议》即是在此方向上迈

出的一步。发展中国家签署该协议的前提是发达国家在

经济上做出承诺，而发达国家签署的前提则是发展中国

家做出减排的承诺。这样的转换被（至少是被发展中国

家）解读为与公平有关：缺少对公平的重视就很难达成

一致意见（Romani/Stern， 2013）。 
补偿可用于减排（发展中国家可将其投资于对环境友好型

生产过程），适应（补偿高历史排放国家导致的气候变化

影响）或者“损失和危害”（补偿与气候变化影响相联系

的损失和危害，包括极端气候现象和缓慢发生的气候现

象，尤其是在脆弱的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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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接上页)：确保全球减缓气候变化行动获得广泛参与的机制 
参

与
机

制
 (
接

上
页

) 

 
技术支持 /
技术转让 

Kreft 和
Bals 
(2013)； 
Shrivastava 
和 Goel 
(2010)；
Winkler 
(2010) 

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转让是动员其加入减排行动的一

项重要激励，也是发展中国家阵营在气候协商中的一贯

要求。因此，发达国家在技术问题上的让步被认为是达

成概念性协议框架的重要条件，在这样的框架内，成功

的协议才有可能产生（Winkler，2010）。 

共同履行承

诺 

《联合国
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 

《京都议定书》第 4 条考虑到共同履行承诺。在一定程

度上这是面向共同履行承诺的国家团体而非某一国家本

身，因此有助于一个国家接受更高的排放限制或减排目

标。在《京都议定书》的第二承诺期，如果欧盟成员国

温室气体减排总量超过议定水平，将会采取这种做法。 

来源： 作者汇编 

进展   

 时至今日，各国不同的要求所带来的冲突从没得到调解（Deleuil， 2012）。与

此同时，全球经济危机又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附录 1 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原则所衍生的“各自的能力”因此被赋予了新的视角。 

 近年来，附录 1 国家与非附录 1 国家的责任差距被认为正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缩小

乃至消失（参见 Deleuil，2012）。例如，发达国家已经采取了“适当的全国性的减

排承诺和行动”，发展中国家当下也有了“适当的全国性的减排行动”。与此类似，

在德班增强行动平台特设工作组中，一些缔约国强调附录 1 和非附录 1 分组的规定

和结构本身就是区分的明证，另一些缔约国则期待能够促成有效区分的指标体系，

如总排放量、单位 GDP 排放量、人口和技术进步（ADP，2013）。 

 事实上，德班增强行动平台特设工作组的任务非常明确，即制定“一项议定书，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另一个法律工具或者具有法律效力的约定成果，

它适用于所有谈判方[...]”（UNFCCC，2011）。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实际

解读将因此成为弥合“2020 前目标差距”的工具，尽管德班增强行动平台特设工作

组一直以来都回避这种说法。Deleuil 据此得出结论，认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这一原则在实践中正在发生改变，有时候指条款 3，但大部分时候是指诸如公平、国

家背景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具体需求等一般性概念（Deleuil，2012）。 

 在 2013年 5月波恩的会间磋商（见UNFCCC，2012b，decision2/CP.18；IISD 2013a）
和华沙第 19 次缔约国大会期间，德班平台的工作在多哈第 18 次缔约方大会上得以

推进。在这种背景下，普遍认为德班增强行动平台特设工作组应该受到公约原则（包

括谈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条款 3.1）的引导。据此，许多缔约国认为这些原则对

于德班增强行动平台特设工作组的工作非常重要（IISD 2013a）。虽然公认所有缔约

国都需要采取行动的，但是一些国家明确表示各国所采取的行动应有所区别（IISD 
2013a）。随之而来的建议包括根据各种强化行动和不同类型的承诺拟定可选方案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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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承诺范围。对减排行动的区分可依据绝对的总体经济减排目标、相对目标/偏离基

线情境、碳预算、基于浓度的目标，以及部门目标、行动和政策（ADP 2013）。 

 在华沙，德班增强行动平台特设工作组的联合主席们在结论草案中邀请所有缔约

方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有关减排活动的信息，包括为发展中

国家减排行动提供的经费、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UNFCCC 2013a）。在第 19 次缔

约国大会作出的相应决议中，每一个未履行协议的缔约国都被敦促通报其总体经济

减 排 的 量 化 目 标 或 恰 当 的 适 用 于 该 国 的 减 排 行 动 （ 决 议 
4/FCCC/ADP/2013/L.4/Add1）。同一决议还敦促发达国家刻不容缓地实施减排目标、

回访各自的目标，以及在技术、资金和能力建设方面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支

持，从而增强其减排抱负。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只被敦促实施适合于该国的恰当

的减排行动，并在认识到适合于该国的恰当的减排行动是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进

行的，受到技术、资金和能力建设的支持和推动（UNFCCC 2013b）的背景下考虑进

一步的行动。这体现出事实上的区别，但避免了使用诸如“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或公平之类的明确表述。联合主席结论草案的附录被称为是 “进一步反思领域的（非）

详尽名单”之上的一项“进展中的工作”，只有这里两次明确地提到了区别化：一

个是“区别化：反思的方式”；另一个是“科学地提出国家意向的承诺方式以及考

虑抱负、公正和公平的方式；实施的手段”（UNFCCC 2013b） 

 Deleuil（2012）总结说“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原则本身并不是目前机制中

继续区别化对待的一个重要条件。但他也指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术语

的含义和未来的位置越清晰，国家类别和每一类别国家应履行的义务就越明确，对

缔约方和条约管理机构遵约和评估也会越容易。 

 本章将进一步详细讨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目前对于“共同但有

区别的责任”的立场。首先，我们将继续解释附录 1/非附录 1 的二元划分，因为这

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应用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

实践方式的基础。第二，本章也将就联合国气候谈判中主要行动者对于“共同但有

区别责任”的立场提供一些视角，这些行动者包括小岛屿国家联盟（AOSIS）、巴

西、中国、欧盟、印度、南非和美国。 

3.2 二分法的政治：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GDP 和历史上的排放 

 1992 年，缔约国的责任是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录 1 所有效引入

的二分法来进行区分的。附录 1 由 43 个缔约国组成，包括经合组织的所有成员国（截

至 1992 年）和一些在苏联解体后正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相反地，其他所有国

家无一例外都被贴上了非附录 1 的标签，因此这种附录 1/非附录 1 的二元划分最终

反映的是后殖民时代世界的划分11。最初，将一国归于某类附录的主要标准是经济发

展水平（Deleuil，2012）。 

                                                
11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 43 个附录 1 国家：澳大利亚、奥地利、白俄罗斯、比利时、

保加利亚、加拿大、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丹麦、爱沙尼亚、欧盟、芬兰、法国、德国、
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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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罗地亚、澳大利亚和其他一些国家已经表示这样的划分不能反映当下的现实

（参见 Deleuil，2012）。本节将对比 2010 年和 1992 年的人均 GDP 数据，用附录 1
和非附录 1 缔约国的经济状况来验证这一判断。如果要说的话，事实上二分法对现

状的反映要好于对过去状况的反映。例如，2010 年，43 个附录 1 国家中有 33 个在

人均 GDP 最高的 50 个国家名单中， 比 1992 年多 4 个（见表 4）。然而，对比也表

明，附录 1 国家并不完全是同一类。尽管附录 1 国家很好地代表了最高人均 GDP 国

家，但仍然有 32 个非附录 1 国家的人均 GDP 超过了附录 1 中人均 GDP 排名最后的

5 个国家。我们不对附录 1 中单个国家减排努力的相对价值或准确性做任何预判，比

较保险的说法是附录 1/非附录 1 的二分法并不能完全反映各国的人均 GDP 水平。 

表 4： 1992 年和 2010 年附录 1 和非附录 1 缔约国人均 GDP 比较 

 人均 GDP 最高[...]国中附录 1 国家的

数量 
人均GDP高于[...]的非附录 1国家的数量 

 最高 30 国 最高 50 国 附录 1 中最低 5 国 附录 1 中最低 10 国 

1992 23 29 大约 40 大约 30 

2010 24 33* 32 17 

* 因为总共有 43 个附录 1 成员，所以其中有 10 个成员国并不在人均 GDP 最高 50 国里。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2013）。 

 1990 年和 2010 年人类发展指数（HDI）的数据也被分析用来作为缔约国发展水

平的指标12。所有附录 1 成员都在 HDI 最高 50 国里（见表 5）。HDI 值高于附录 1
中 HDI 低值国家的非附录 1 成员的数量只是略微有所增加。总体而言，通行的二分

法用 HDI 来反映比用人均 GDP 来反映更好。 

 最初的附录 1/非附录 1 二分法保留到了 1997 年的《京都议定书》中。大部分附录

1 缔约方同意就限制或减少其温室气体排放形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目标。非附录 1 国

家也批准了议定书，但其中并不包含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限制或减少排放的目标。发展

中国家被允许根据其发展需要增加排放量。因此非附录 1 国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中的“共同的责任”时常遭到有名无实的批评（见 Honkonen 2009，131）。 

 大部分历史上的排放来自附录 1 国家，这也是这些协议方为什么会被认为必须为

减排担责的一个重要原因。例如，BASIC 专家（2011）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考虑到

历史责任，应该建立一个包含强有力的《京都议定书》在内的有效的国际气候变化

体系，附录 1 国家雄心勃勃的目标是其基础。在“基础四国+”最近发布的一项联合

政治声明中，参与国重申“所有国家都应承担气候变化的责任，这一责任因各国对

该问题的历史贡献不同而有所区别[…]”（BASIC 部长会议，2013）。 
                                                                                                                                             

他、摩纳哥、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
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乌克兰、英国、美国 

12  并非所有缔约国 1990 年和 2012 年的数据都可获得。白俄罗斯、捷克、欧盟、列支敦士登、摩纳
哥、波兰、斯洛文尼亚和土耳其因此不在分析之列。因此最后分析的附录 1 国家的代表数量为 3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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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990 年和 2010 年附录 1 和非附录 1 缔约国人类发展指数（HDI）比较 

 HDI 最高[...]国中附录 1 国家的数量 HDI 排名高于[...]的非附录 1 国家的数量 

 最高 30 国 最高 50 国 附录 1 最低 5 国 附录 1 最低 10 国 

1990 25 35 9 7 

2010 25 35 11 8 

附录 1 缔约国白俄罗斯、捷克、欧盟、列支敦士登、摩纳哥、波兰、斯洛文尼亚、土耳其

不在分析之列，所以分析的附录 1 国家只有 35 个。 

数据来源： UNDP（2013）。 

 然而，由于历史上的排放量很难确切评估，因此也很难就此达成共识。例如，这

取决于满足基本需求的排放是否应该被豁免；排放的根源在于消费者还是生产者；

应该考虑何种温室气体（它们在大气中存在的时间也是问题之一）；是否应该考虑

土地利用上的变化（不仅指排放，也包括沉积能力）（Dellink 等，2008）。图 3 给

出了极富变化的历史责任的一个例子。该图所显示的历史责任的变化是由不同类型

的温室气体引起的。这表明，如果将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LULUCF）
的排放包括在内，我们将得到截然不同的图景。 

图 3： 根据 1900-2005 年所有气体排放量（包括和不包括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

 业，及非二氧化碳气体）计算的选定国家和国家组对温度升高的相对贡献 

 
较大的区别源自一些高排放国家砍伐森林的行为和/或甲烷、氧化亚氮的释放，尤其是巴

西、中国和印度。 

来源： Dellink 等（2008）；图表基于 MATCH 模型 

   此外，还需要确定“历史排放”究竟是始于工业革命还是始于第一个关于人类引

发气候变化的科学证据（见图 4）。基于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德国全球变化咨询理

事会认为有理由指定 1990 年为一个参考年份，因为当年发布了第一个政府间气候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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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专门委员会（IPCC）评估报告（WBGU 2009）。据此报告，所有国家被正式告知

气候变化的人为因素、原因及潜在影响。鉴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拥有跨政

府的责任，也受各国政府所控制，因此，即使某些国家对其相关结果表示怀疑，也

不能够声称不知情。 

图 4： 从 4 个不同起始年至 2005 年对气温升高的相对贡献 
 

根据不同起始年选定的国家和国家团体的所有温室气体（包括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

林业）排放量； 

来源： Dellink 等（2008）；图表基于 MATCH 模型。 

 Dellink 等（2008）在分析历史贡献时甚至提出“终结日期”（见图 5）。然而，

正如美国气候变化特使 Todd Stern 2013 年在彼得斯堡气候对话会上谈到新兴经济体

日益增加的排放量时所说，“历史从不止步”。事实上，基础四国及其他国家也有

相应表述“我们目前面临的紧迫问题”就可解读为含蓄地承认了未来的问题是基于

未来的排放（BASIC 部长级会议，2013）。 

图 5： 从 1900 年至 4 个不同的截止年份对于温度变化的相对贡献 
 

基于选定国家和国家团体所有温室气体（包括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的排放量。

未来排放量使用的是 IPCC 第四次评估报告的 A1B 方案 

来源： Dellink 等（2008）；图表基于 MATCH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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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lermann, Höhne 和 Müller（2011）选择 1890 年作为起始年分析了历史排放，

因为这一年之前的数据都不完整。以此为基线，他们计算出附录 1 缔约国排放的温

室气体占总排放量的 54.5%13。如果按人均排放量计算，包括人均许可排放量，附录

1 国家的历史责任将上升至 64%14 （Ellermann / Höhne / Müller，2011）。然而，排

放模式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例如，瑞典和法国的人均排放量现在已低于沙特阿

拉伯、韩国和马来西亚（Parikh / Baruah，2012）。由于发展中国家类别之下国家团

体和新兴经济体（中国和印度已进入世界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国行列）的增加，原先

在附录 1/非附录 1 二元划分上的妥协开始受到质疑。目前，这种二分法虽然没有解

体，但附录 1 和非附录 1 国家在责任上的区别化正在逐步缩小（Deleuil，2012）。

例如，发达国家缔约国现在有“适当的全国性的减排承诺和行动”，而发展中国家

缔约国也有了“适当的全国性的减排行动”。 

3.3 对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不同观点：一些缔约国的立场 

 有关公平和公正的认知通常是都是基于各国具体的背景和特殊的经济社会环境

的（Hallding 等，2011）。因此本部分将提供《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气候变化

谈判中的几个重要国家和缔约国集团的概况及其对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具

体立场。其中包括历史上两个最大排放者（欧盟和美国）的立场、4 个在排放量、人

口及排放模式上都具有不同特征的新兴国家（巴西、中国、印度及南非）和小岛屿

国家联盟，该联盟代表积极参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谈判的脆弱国家。这些国

家将按字母排序列出。 

3.3.1 小岛屿国家联盟 

 小岛屿国家很早就意识到了自身在气候变化的不良影响下蒙受不成比例的危害

（Betzold/Castro/Weiler 2011）。尽管这些国家的背景各不相同，但却存在一些共同

特征：偏远、人口密度越来越大、自然灾害多发。海平面上升是气候变化的最大威

胁(Alfaro‐Pelico 2012。为此，1990 年小岛屿国家联盟（AOSIS）成立，为的是在国

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用一个声音发言（Betzold/Castro/Weiler，2011）15。 

 小岛屿国家联盟一直以来都在推动气候治理体系的抱负（Eckersley，2012）。在

围绕《京都议定书》的谈判中，小岛屿国家赞成发展中国家在有意愿的前提下，单

方面接受自愿减缓气候变化影响目标。但是该提议由于被主要的发展中国家拒绝而

被搁置（Depledge/Yamin，2009）。就适应而言，由于小岛屿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

坚持，已经成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议程上的一个重要的议题

（Depledge/Yamin，2009）。 
                                                
13  例如，美国 19.7%， 欧盟 17.8%， 中国 10.8%， 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国家联盟共计 3.7%， 

 印度 0.3% (Ellermann / Höhne / Müller 2011)。 

14  例如，美国 25.6%，欧盟 25 国 19.1%，中国 6.4%，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国家联盟共计 4.1%，

 印度 0.3%(Ellermann / Höhne / Müller， 2011) 

15  与欧盟不同，小岛屿国家联盟并不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缔约方，但其作用类似于联

 合国系统内专设的一个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游说和协商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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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在哥本哈根第 15 次缔约国大会上，小岛屿国家联盟明确表示他们希望所

有缔约方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的能力”采取国家减排行动。他们呼吁

发达国家率先行动，实现到 2020 年总体比 1990 年减少 45%的目标，他们敦促发展

中国家“到 2020 年完成与基线相比大幅减少的目标”（AOSIS 2009，5）。德班的

第 17 次缔约国大会上，小岛屿国家联盟和其他弱势国家强烈要求达成具有法律约束

力的协议。其他发展中国家虽然起初持反对态度，但其抵制被欧盟和小岛屿国家联

盟的强大努力以及担心失去《京都议定书》而削弱（Rajamani 2013）。小岛屿国家

联盟强调虽然新协议应将发达国家的历史排放作为重要因素加以考虑，但是所有缔

约方都必须采取行动。而发达国家应该“展示出克服气候变化及其负面影响的领导

力”（AOSIS 2013，2）。 

3.3.2 巴西 

 巴西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很特殊（Viola 2013）。因为森林砍伐，巴西非能源产

业活动造成的排放率为世界之最（Rong 2010）。尽管森林砍伐率自 2009 年以来有

所下降，但 2012 年 8 月至 2013 年 7 月期间又略见上升（INPE 2013）。巴西的能源

主要依靠水电，因而大部分属可再生能源。 

 在气候变化谈判初期，巴西的立场与 77 国集团和中国的“传统的不承诺立场”

基本一致（Kasa/Gullberg/Heggelund 2008，1050）。更特别的是，巴西拒绝在气候变

化谈判中讨论由森林砍伐带来的排放（Kasa 2013）。这种态度也反映在其 1997 年出

炉的“巴西提议”中，该提议希望就未来的气候政策达成一致意见（参见 Wei 等，

2013）。考虑到历史责任，该提议旨在描述发达国家对于总体气温升高的责任，以

及设立各国的许可排放量（Winkler/Rajamani 2013）。发达国家对此表示反对，因为

按照该提议，减排的负担将全部落在他们肩上（Wei 等 2013）。 

 巴西立场的细微转变于 2005 年初见端倪（见 Kasa 2013 年的详细分析）。例如，

在 2006 年第 12 次缔约方大会上，巴西提议建立全球基金来帮助各国减少森林砍伐。

这样一来，巴西事实上放弃了其一贯反对将森林砍伐政策和全球金融工具结合起来

的立场（Vieira 2013）。在哥本哈根第 15 次缔约国大会（2009）上，巴西自愿承诺

到 2020 年将在基线情境基础上减排 36.1%-38.9%（Lucon/Romeiro/Pacca 2013）。与

此同时，巴西也表示，这种自愿性质的承诺不应被视为其他新兴经济体的标杆（Kasa 
2013；Viola 2013）。巴西采取了“模糊”的立场——在其自身行动和对其他国家的

要求上（Kasa 2013，1055）——以此维持与中国和印度的传统联盟（Viola 2013）。 

 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欧盟和其他一些国家一致，巴西呼吁在德

班平台下达成有约束力的协议（Deleuil 2012）。在其提交给《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关于德班增强行动平台特设工作组的意见中，巴西指出协议必须考虑到“共

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的能力”原则，并将附录 1 和非附录 1 缔约国的承诺从法

律上加以区分，前提是所有缔约国都增强减排措施。巴西的观点是各方均应在考虑

历史责任、国家背景和能力的前提下明确自己对于 2015 年协议的贡献（巴西政府，

2013）。在此背景下，第 19 次缔约国大会在华沙召开，巴西提出政府间气候变化专

门委员会应就衡量历史责任制定一个参考方法。该建议获得基础四国集团（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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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印度和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支持，但遭到另一些国家，如美国、欧盟、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反对（IISD 2013d）。 

3.3.3 中国 

 由于具有世界第一的人口数量和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常常被认为是国际气

候变化谈判中的重要一员。过去 10 年中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增长了 1 倍多（Leal-Arcas 
2013）。在温室气体绝对排放量上中国也已超过美国成为最大排放国。照此增速，

中国的排放量到 2030 年将占当年世界总量的 1/4（Walsh 等 2011）。 

 评价中国在联合国气候谈判中的角色也要考虑其经济状况（Tian/Whalley 2008）。
中国的经济增长严重依赖化石能源，造成很高的温室气体排放率（Kasa / Gullberg / 
Heggelund 2008）。中国的决策者们希望中国长期保持高速的增长，以此来推动大规

模减贫（Tian/Whalley，2008）。李鹏总理曾在 20 世纪 90 年代表示，经济发展优先

于环境保护，发达国家有责任提供资金来源和技术支持来补偿发展中国家（Stalley 
2013）。中国认为减排是发达国家的主要责任，并一再要求公平和公正（Stalley 2013），
但自己却并没有对《京都议定书》做出承诺。 

 此外，中国还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 77 国集团中承担了领导者的角色（Kasa / 
Gullberg/Heggelund 2008；Walsh 等 2011）。作为“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最能

发声的倡导者”之一，中国不停地动员发展中国家在事关公平和公正的问题上团结

在一条战线上（Stalley 2013，4）。另外，中国战略性地运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这一原则将气候变化归结为“南北问题”（Stalley 2013，3）。中国声称，“共同但

有区别的责任”是气候变化谈判中的永恒元素，但由于各方在解读上的冲突，导致

了谈判的僵局（Harris/Symons 2013）。Deleuil 认为，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利用

正式语言来“暗示（该原则）强制性的法律本质”，并努力促使发达国家接受此种

解读（Deleuil 2012 275）。 

 与此同时，中国已越来越意识到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国内严重的空气污染、能

源安全问题和来自外部的压力。中国已经采取了更多的行动（见 Leal-Arcas 2013；
Stalley 2013；Walsh 等 2011）。在 2013 年 4/5 月的波恩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代表

团提出了数项与降低碳浓度相关的国家目标，以及非化石能源利用、电力组合和碳

沉积的目标（IISD 2013c）。中国最新的五年规划（2011-2015）强调经济和产业转

型，从而创造更加绿色、更加高效、更低碳排放的经济。作为规划的一个内容，中

国正开展国内区域性的碳交易项目并就排放税进行试验（Leal-Arcas 2013）。 

 但是，增加国内行动不一定意味着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的能力”原则

立场的转变。德班增强行动平台特设工作组的任务是制定“一项议定书，在《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另一个法律工具或者具有法律效力的约定成果，它适用

于所有缔约方[...]”（UNFCCC 2011），围绕该工作组的谈判的开始也标志着许多发

展中国家长期坚持的拒绝考虑任何有约束力承诺的立场在转变。然而，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中国，究竟会在哪些条件下接受哪些责任并不确定（Torney 2013）。在给德

班特设工作组提交的意见中，中国再一次强调最终形成的文件必须反映发达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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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责任，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责任区分是“公约的重要基石”。同时中国

还强调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状况和能力必须予以充分考虑（中国政府 2013，1）。 

3.3.4 欧盟 

 欧盟成员国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差异很大，但作为一个整体，欧盟仍然是历史上

最大的排放者（见 Dellink 等 2008，2009）16。由于采用了相对严格的减排目标和有

力的气候政策，欧盟仍然常常被看做是气候领导者（见 Jordan/Rayner 2010）。这个

最大的附录 1 缔约国区域集团的这些目标被解释为与能源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重

要作用有关。此外，长期的工业化导致自然退化日益严重，引发了人们的能源意识

以及随之而来的紧急绿色运动（Mehling/Frenkil 2013）。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欧

盟过去总是能够在关键时刻取得进展。例如，在美国退出后，欧盟成功使得其他国

家通过《京都议定书》，该议定书仅对附录 1 国家有减排承诺要求。欧盟还努力使

其他缔约国对其气候变化政策和排放交易方案产生兴趣（Lindenthal 2009）。但批评

者们在审视了欧盟最近一段时期在与气候相关的议题上的立场后指出，其富有雄心

的立场已经被其他缔约国所取代（例如 Bals 等，2013）。例如，欧盟在 1990 年水平

上减排 20%的目标已经被其他一些国家超越。由于欧盟主要经济体在 2012 年国内气

候变化立法中未能取得积极进展，欧盟气候政策的步伐也放慢了（例如 Bals 等，2013；
一个综合的条约，见 Jordan 等 2010）。 

 2008 年，欧盟决定拓宽其排放交易方案（ETS），将抵离欧洲的国际航班的排放

量统统纳入。中国和印度对此举严厉批评，并要求其航班不遵循该规定（Eckersley 
2013），同时强调此举违反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Scott/Rajamani 2012）。

随着美国等更多的国家加入抗议之列，将国际航空纳入排放交易方案的决定最终于

2012 年被推迟一年（Egenhofer/Alessi 2013），但欧盟决定，如果国际民航组织（ICAO）

不能制定出航空减排的国际方案，将使该举重新列回议程（欧洲委员会，2012）17。 

 2009 年气候谈判期间，欧洲代表团提议将《京都议定书》中发挥作用的部分拿

出来形成一个新的全球协议。发展中国家对此予以拒绝，并谴责欧盟企图破坏《京

都议定书》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后来，欧盟在某些方面改变立场，于

2011 年同意了《京都议定书》的第二承诺期。之后，被认为是更大范围方案一部分

的德班增强行动平台特设工作组成立，任务是努力促成一个所有缔约国都同意的

2015 年协议（Torney，2013）。与其他工业国家一致，欧盟要求 2020 年后的气候机

制应基于对“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和各自的能力”更为多元的解释（Winkler/Rajamani 
2013）。因此它期望排放量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实施减排措施（Torney 2013）。 

 早在 2008 年，欧盟理事会就指出，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尤其是其中最

为发达的一些国家——到 2020 年应该将其排放量降到低于基线情境 15%至 30%，从

                                                
16  2008 年，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从拉脱维亚的 5.2 吨二氧化碳当量至卢森堡的 25.8 吨二氧化碳当

量不等（欧洲环境署，2012） 

17  国际民航组织被要求制定一项减少国际航空排放的战略。由于各国不能就如何分配其排放量达成
一致，《京都议定书》中未包含国际航空和船运（见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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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显示其对“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和各自的能力”原则的尊重（欧盟理事会 2008，6）。
之后欧盟又在推动一项对所有排放大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Torney 2013）。 

 在最近德班增强行动平台特设工作组内部的讨论准备工作中，欧盟强调 2015 协

议应完全尊重公约原则、缔约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及其具体的国家背景。但是，

每个缔约方都应就其限制或减少排放做出承诺。这些承诺应是公平的、足够的和有

魄力的，是与各国的责任、能力以及国家条件和发展需求相一致的，以实现把全球

变暖幅度控制在 2°C 以下的集体目标。欧盟正考虑采用分段的方法逐步实现各国在

2015 年协议中既定的承诺。这些承诺分属不同的种类，但都应是透明的、可量化、

可比较的，可检验的以及有魄力的(EU 2013)。 

3.3.5 印度 

    贫困广泛分布于印度十二亿人口中，发展一直以来都是该国的首要任务。与气

候变化相关的议题长期以来仅仅被视为其它政策的负面效应。尽管存在这些挑战，

印度经济仍然经历了高速增长，这导致能源需求大幅增加。煤炭是整个经济发展的

中心，预计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排放增长率都将会保持较高水平。据估计，目前印度

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世界的 5%，在全球绝对排放量上排名第四。然而其人均排放

仅是发达国家的几分之一，比如大概是美国人均排放量的十分之一（Rastogi 2013）。 

    印度长期以来拥护“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抵制来自发达国家要求其接

受一个包含所有国家的单一减排行动框架的压力（Raghunandan 2012）。印度长期“坚

持一种无为立场”（Raghunandan 2012,126），但它在 2008 年发布的“国家气候变

化行动计划”中，其有关气候变化谈判的立场第一次发生了改变（Rastogi 2013）。

印度另外一个重要的举措是于 2009 年在哥本哈根第一次自愿承诺，将二氧化碳减排

目标定为到 2020 年之前比 2005 年水平下降 20-25%。尽管在保持经济发展和能源效

率相应提高的前提下，这些目标是否需要额外努力或能否完成还存在争议，但这一

举动显示印度已经放弃了其仅关注平等的人均排放权的立场（Shukla / Dhar 2011；
Walsh et al. 2011）。2009 到 2011 年任印度环境及林业部部长的 Jairam Ramesh，强

烈支持印度应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然而 Ramesh 放弃印度在国际谈判中传统的防御

性立场的计划，甚至受到了来自本政党及非政府环境组织的批评，他们担心财政及

技术援助会面临风险（Michaelowa / Michaelowa 2011）。  

    在就“德班增强行动平台”协商的第 17 次缔约国大会期间，印度措辞激烈地强

调需要构建新的平等对话。这一提议在初期取得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其他发展中

国家的支持（Khor 2012），但最终只有印度独自拒绝了为包含所有缔约国达成的协

议而进行的谈判。很多弱势的发展中国家也附和欧盟，敦促印度同意这一协议

（Rajamani 2012）。然而印度在最近递交给“德班增强行动平台特设工作组”的文

件中，再次强调“适用于所有国家”并不意味着会议附录的改变。在印度看来，附

录 1 国家必须持续量化其减排目标，而非附录 1 国家在考虑到其历史责任及能力的

前提下，将在国家层面上通过财政及技术转移来执行适当的减排行动（印度政府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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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南非 

    从国际比较而言，南非的经济属于重度能源密集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大

规模使用煤炭及其工业格局造成的。同时，该国还要应对起始于族隔离期间的、广

泛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及发展的需要（Winkler / Marquand 2009）。 

 作为“基础四国”的成员之一，南非有一些与其他三国相同的重要特征及观点。

然而其独特的背景，可以解释其在气候变化谈判中的具体立场（Never 2012）。由于

南非发展滞后，相对人均排放较高，因而该国更加青睐于“多标准方法”，该方法

考虑到了历史排放，以及人类发展和各自的能力（Hallding et al. 2011, 101）。 

 在转变为一个更低的用碳经济体之前，各方的共识是南非的碳排放应在不晚于

2020–2025 年期间达到最高量，并在开始下降前将保持这一水平（Winkler / Marquand 
2009）。在 2009 年哥本哈根第 15 次缔约国大会之前，南非宣布在达成全球气候协

议并获得国际支持的条件下，将于 2020年之前自愿将二氧化碳减排目标控制到比“基

线情境”预估目标低 34%（Death 2011）。该国的减排目标受到了公民社会组织的质

疑，认为该目标并不现实（Death 2011）。同时该目标也受到了非洲民间社会组织的

强烈批评，这些组织指责南非打破了“集体责任”。他们指责南非这一单方决定导

致其与非洲其他国家及 G77 和中国的不团结（PANA 2008）。新火电厂的建设和脆

弱的国内环境政策也使得人们很难理解南非如何能实现这一既定目标（Death 2011）。 

 相对于南非的国内表现，Death（2011,469）承认南非在环境政策上取得了“成

功的全球表现性作为”。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期间，南非在 G77 成

员国之间，在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之间担当了“架桥者”的角色（Hallding
等.2011.54）。南非支持在德班第 17 次缔约国大会达成一个新的有法律约束的协议

（Rajamani 2012），在此之前南非已经展现出对这一协议的兴趣 (Hallding等. 2011)。
印度及其他国家反对这一协议，认为它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的能力”原

则不一致 (Rajamani 2012)。这表明南非正在更加灵活地对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和各自的能力”。这也反映在南非呼吁所有缔约国都应承担有法律约束力的、差别

化的承诺(南非政府 2013)。尤其是，南非力主发达国家的绝对减排目标和偏离“基

线情境”排放的发展中国家的相对减排目标（IISD 2013c, 8）。 

3.3.7 美国 

    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排列为人均“温室气体”排放的较高的国家。2010 年其平均

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当量是 21.5 吨（相对于例如印度是 2.2 吨；巴西 8.3 吨；中国 8.3
吨；南非 8.4 吨）（EC JRC 2011）。按排放总量而言，美国目前是世界上除中国之

外的第二大排放国（World Bank 2013） , 以及温室气体历史排放量的最大国

（Ellermann / Höhne / Müller 2011）。占美国二氧化碳排放最大比重的是发电（因为

其很大程度上用煤炭发电）及交通（EPA 2012）。在国际对比中，美国能源价格较

低（IEA 2013），同时能源使用量较高（World Bank 2013）。 

 美国是《京都议定书》的主要批评者（Honkonen 2009）。1997 年美国参议院正式

通过了伯德-哈格尔决议（Byrd-Hagel Resolution），指出若不为发展中国家设立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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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减排目标，美国将不参加气候变化协议（Eckersley 2013）。美国认为，《京都议定

书》是建立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上”的，隐含着发展中国家可以免于约束性的目

标，这将导致不公平的经济劣势（Honkonen 2009）。未来排放增量中大部分将来自于

发展中国家，但是这些排放没有被包含在气候管理条约中。尽管很多发达国家默许了

《京都议定书》的这一不可避免的结果，但这一结果在美国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

国之间造成了裂痕。中国及美国政府都不愿意接受他们认为是不公平的协议，而这两

个国家在“什么是平等竞争环境”的概念上存在分歧（Harris / Symons 2013, 20）。 

 乔治·布什政府执政期间，并没有把气候变化看作是一个重大的问题（Harrison 
2007）。在奥巴马入主白宫之前，美国基本上没有减排行动。奥巴马确认了美国温

室气体的减排目标是，到 2020 年之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控制在比 2005 年水平降低

17%，这点在《哥本哈根协议》上得到了阐述（Mehling / Frenkil 2013）。这一声明

之后，中国、印度也发布了类似的国家碳浓度减排保证（Brunnée 2010）。 

 2013 年 6 月，奥巴马总统提出“总统气候行动计划”，包含了在各领域的减排

目标及减排措施。比如，能源效率标准应可在 2030 年之前最少减少总碳排放 30 亿

吨，另外计划到 2020 年之前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将翻番（The White House 2013）。有

些批评人士，比如世界自然基金会，指出该计划不能使碳排放降低到其目标水平；

尽管如此，该计划可能无须经美国国会批准就会实施（Molho 2013）。 

 在联合国气候谈判中，美国指出发展中国家应当随着其发展水平的提高承担更多

责任，因此呼吁更加细致地阐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及各自的能力（Winkler / 
Rajamani 2013）。在德班平台的初步决议中，没有提到公平原则及“共同但有区别

的责任及各自的能力”，部分原因是美国反对提到它，然而印度尤其强烈地坚持该

原则，并且声明如果制定了该议定书，则意味着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的

能力”的轻视。在 2012 年多哈第 18 次缔约国大会上通过的德班平台工作计划的最

终文本中没有包括该原则（Khor 2012）；它仅仅阐明该文件应当在公约下具有法律

效力（IISD 2012, 2）。在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几位法律专家看来，提到“在公约下”

意味着该文件必须符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的能力”（Khor 2012, 99）。美

国声明其不同意：“这……不是美国参与德班增强行动平台特设工作组的基础”（IISD 
2012, 5）。 

 在递交给《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关于 2015 年协议文件中，美国建议各

方应当在各自国情基础上以透明的方式明确其承诺。美国拒绝将现有的附录包括到

2015 年协议中，理由是这些附录没有反映当代的现实（美国政府 2013）。 

3.4 争议的现状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持续成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关键概念，并

且所有国家均认为其公平概念是重要的。然而各国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比如历史

责任、能力、国情及发展需要等而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概念有不同的阐述。

附录 1/非附录 1 的二分法代表了一种静态的、随后是一种时代错误的区分，这种区

分已被证明是过度简化，并导致出现极端立场，影响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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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建设性的谈判。因此超越这种二分法非常重要，它使得各缔约国可以以某种方式

区分各自的责任，而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反映将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

协商的各国家团体和国家联盟的多样化，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多样化。 

    在有望达成“后京都”国际气候协议之际，由于各国都在等待其他国家在减少

温室气体排放中发挥更大作用，因而对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概念的不同阐述

有愈演愈烈之势。本章的几个例子证明，为达成一个宏大的国际气候协议，在《国

际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之下的这种自上而下的国际协商方式必须辅以各国在国内对

减排的磋商、准备及行动的过程。欧盟在准备德班增强行动平台特设工作组的过程

中也认可这点，而基础四国也认为华沙气候会议中“在德班增强行动平台特设工作

组协商的背景下，鼓励各国进行国内磋商及准备”是很重要的（BASIC Ministerial 
Meeting 2013）。事实上，德班增强行动平台特设工作组在华沙的协商产生了各种决

议，尤其是敦促发达国家采取更为自愿的行动（UNFCCC 2013b）。 

    乐观人士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各国国内的气候政策已经与以南北区分为主

的国际气候机制一起逐步发展起来（见本文 3.3；同时参见 Hoffmann 2011）。比如，

巴西自愿承诺减少其基线情境的排放，但是声明这一承诺不应视为其它发展中国家

的一个参照（Kasa 2013；Viola 2013）。南非想转换到一种碳浓度较少的经济方式，

同时声明其排放需要在不晚于 2020-2025 年前达到峰值，并在排放值开始下降之前维

持在这一峰值左右（Winkler / Marquand 2009）。美国是另外一个例子。它一直坚持

其立场，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随着其发展程度承担更多责任，因此呼吁对于“共同

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的能力进行更加详细的说明（Winkler / Rajamani 2013）。

然而奥巴马总统制定了一个到 2020 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水平降到比 2005 年少 17%
的目标（Mehling / Frenkil 2013），这一目标看上去并非太宏大：它规定了美国的温

室气体排放水平大概要回到 1990 年代气候谈判开始时候的水平。随后中国和印度以

不同方式做出了国家降低碳浓度保证（Brunnée 2010）。另外，城市已成为跨国气候

变化行动的引领者（例如 Bulkeley et al. 2011；Bulkeley / Schroeder 2012）。 

    然而，即使最乐观人士也承认，仅靠各国国内行动是不够的18。没有国际气候机

制来制定框架和支持全球为取得相应的限排减排要做的努力，有效地将全球变暖限

制在 2°C 之内是难以想象的。本章分析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概念的规范性及

政治框架，在此基础上下一章将分析其他国际体制及政策领域是如何应对“共同但

有区别的责任”相关挑战的。最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可能会从这些方

法及其区别化和参与机制中获益，这些机制已经在其他地方指导了横跨南北分歧的

国际合作。 

 

 

 

                                                
18  而且也没有足够的约束力：能够说明这个的例子是，在第 19 次缔约国华沙会议谈判进行期间，

日本宣布修改其 2020 年二氧化碳减排目标，从比 1990 年水平降低 25%改为比 2005 年水平降低
3.8%（IISD 2013b）。 



关于有区别的责任的不同观点: 国际谈判中有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概念的最新评述 

德国发展政策研究所 (DIE)   27 

4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其他表现  

    本章将描述在不同的国际体系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不同表现。我们首先会

回顾：1）“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具体背景；2）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付

诸实施的障碍； 3）在学术及公共政策文献中提出的克服这些障碍的（潜在）机制；

以及 4）政治层面克服这些障碍的实际进展。 

    在采纳及实施“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时克服障碍的潜在机制以彩色表格形式

显示，并以在 3.1 章（表格 1-3）中所介绍过的那样再细分为三类，尽管涵义稍有不

同： 

1.方法：“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区别化的基础是什么？ 

2.区别化：责任如何进行区别化？ 

3.参与机制：如何确保包括低发展水平及能力有限的国家全面参与？ 

    此处描述的不同表现并不能简单地在方法论上做严格的对比：他们有不同的范

围及背景，而且在某一种表现中克服这些障碍的机制不能简单地移植到《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当然，观察到的（或者潜在的）机构机制对比提供了有用的

提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机制是根源于世界经济及全球环境治理的更加

广泛的机构背景之下，它可以从其机构前辈、邻居甚至年轻的兄弟机构中得出有用

的经验。总之，在不同国际体系中参与谈判的国家都是相同的。不同的国际机构总

是在互相影响和互相塑造，因为没有任何体系是凭空产生的19。 

    为此，本章的随后部分总共列举了 6 个具体的例子，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发

现不同的（多数是隐含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表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公约》的“姐妹公约”是显而易见的出发点：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一

致，《生物多样性公约》及《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都是在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

发展会议的背景下协商达成的。在 4.1 及 4.2 节我们将考察这两个公约是否以及如何

反应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在 4.3 节我们转向世界贸易机制及世界贸易组织框

架下《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中“特殊及区别化待遇”的操作。此处这个概念明显不

同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然而其逻辑也论及了在多边贸易政策范畴内发达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4.4 节将回顾《维也纳保护臭氧层公约》及《蒙特利尔议定

书》，这两个协议被广泛认为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体系的机构榜样。4.5
节将回顾正在进行的所谓船用燃料的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的谈判情况，它们与国际气

候谈判紧密关联。在这里，海运及空运的具体情况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分

又增加了另一层复杂性，就此而言，指的是排放的归责问题。最后，4.6 节考虑了“共

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与刚刚兴起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相关性，该目标是 2012 年里约

+20 峰会（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之后提出的。尽管预期的可操作目标应当与不同

国家及地区的情况相称，但可持续发展目标应当是普遍适用的。 

                                                
19  理论基础可以参见历史及社会制度学派，如 Braudel (1958), March and Olsen (1989), Pierson 

and Skocpol (2002), Thelen (2003), Steinmo (2008); 应用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参见 Depledge and Yamin (2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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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例 1：《生物多样性公约》 

    除了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的缺失可以说是人类活动所造成的最急迫的全球环

境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土地使用变化造成的（MEA 2005, 8）。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公

共物质受到威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忽视其第三方衍生物的积极外部效应，二是忽

视其私有利益。当通过《生物多样性公约》时，国际政策制定者认识到需要通过国

际努力来保护生物多样性，并采取了一些初步措施，使用“获取与惠益分享（ABS）”
这一概念来承认生物多样性的私有利益。这一概念明确地设想了一种以市场为基础

的体制以规范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利用。通过承认生物多样性对于研究和发展的价值，

以及对于公平公正的利益分享的需要，“获取与惠益分享”概念为生物多样性正式

建立了一个市场。尽管现在已经有了很多其他的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公约和协议，有

193 个签署国的《生物多样性公约》仍然是生物多样性领域最主要的公约（Rosendal 
/ Schei 2012）。 

问题 

  一般而言，绝大多数的生物多样性存在于南半球，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然而

生物多样性的剩余及有价值的部分经常处于很大的压力之下，因为生物多样性的最

大威胁来自对生物栖息地的人为破坏，这些破坏行动的目的是将森林转换为农田。

发展中国家经常缺乏能力及财力来保护生物多样性。同时，这些资源的绝大多数都

是在北半球的工业化国家使用并加工，而这些工业化国家自身的生物多样性已经损

失很多。因此，这些工业化国家对资助保护生物多样性负有历史责任，同时也有与

发展中国家分享其利用生物多样性所获益的责任。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目前

仍具有生物多样性的国家应当继续“尽其可能并尽量适当地”以及“根据特定的条

件及能力”来保护生物多样性（见例如《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5–9 条）。发达国家

必须支持发展中国家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努力。然而世界政治版图已经发生了改变。

很多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相应地，生物多样性的使用者（如生物技

术及医药业）越来越多地来自发展中国家及中等收入国家。 

有区别的责任 

 尽管“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没有明确地写入《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文本，但其

被含蓄地承认和体现着。《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序言规定保护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的

共识，同时也再次确认了国家对其自身生物资源的主权（UN 1992b；也见 Kellersmann 
2000）。 

 当谈及有区别的责任时，《生物多样性公约》描绘了一幅简单的图景。发展中国

家必须保护生物多样性，但是发达国家必须为此买单。其有关资金来源的第 20 条写

明（UN 1992b）: 

“发达国家缔约国应提供新的和额外的资金，以使得发展中国家缔约国

能够支付它们因执行那些履行本公约义务的措施而产生的、议定的全部

增加费用，并使它们能享受到本公约条款产生的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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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发展中国家缔约国有效地履行其根据公约所做承诺的程度将取决于

发达国家缔约国有效地履行其根据公约就资金来源和技术转让所做承

诺的程度，并将充分顾及经济社会发展及消除贫困是发展中国家缔约国

最优先事项这一事实”。 

  除了资金问题，“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逻辑也可见于公平公正的“获取与惠

益分享”机制的建立上。“获取与惠益分享”机制是一种基于市场的方法，该机制

试图基于遗传特征将生物多样性的经济价值进行分配，同时也试图促进发展中国家

参与利益分享，这些利益来自于对其领土范围内的生物多样性及遗传资源的商业利

用（例如基于植物遗传材料的药品等）。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发展中国家可

分享其货币性及非货币性收益（如联合研究，技术转移等）。 

 尽管“获取与惠益分享”是《生物多样性公约》下一个制度化机制，但发展中国

家几乎很少从中受益（Richerzhagen 2010）。关于如何改善《生物多样性公约》下“获

取与惠益分享”的谈判进行了 6 年多（2004-2010），最终通过了《获取与惠益分享

的名古屋议定书》。 

进展 

 国际上对于生物多样性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改变。在 1992 年生物多样性是一个被

关注的话题，但如今则更加强调生物多样性的经济方面（见如 TEEB 2011）。《生

物多样性公约》似乎成为了一个动态的协议，并在缔约国双年会上被持续推进。在

名古屋召开的第 10 次缔约国大会上，就一些影响深远的决策达成了协议。各国谈判

达成了《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名古屋议定书》，这不但是一个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新的

战略规划（所谓的“爱知目标”），而且是一个资源动员战略。 

 该议定书将于第 50 个批准书递交日 90 天后生效，但目前为止只有 18 个国家批

准了该议定书。值得一提的是，2010 年的名古屋议定书没有重申《生物多样性公约》

的话语，即“生物多样性是全人类的共同问题”，但是它明确确认“所有国家对于

食品及农业遗传资源的相互依赖性”（Sands et al. 2012, 234）。该表达方式强调了生

物多样性对于人类福祉的经济重要性。 

 相较于《生物多样性公约》，《名古屋议定书》不再区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而是将所有国家划分为生物多样性的“使用国”与“提供国”，隐晦地承认了最近

对经济发展的转变。该议定书进一步区分了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以及

转型经济体。表 6 及表 7 是对《生物多样性公约》下的差别化与参与机制的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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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生物多样性公约》下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区别化机制 

 机制 来源 解释 

区别化20 惠益分享（《生

物多样性公约》

第 15.7 条） 

UN (1992b) 工业国家应与发展中国家分享对遗传性

资源的商业化及其他利用而带来的收益。 

来源： 作者汇编 

 
表 7：《生物多样性公约》下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参与机制 

 机制 来源 解释 

参
与

机
制

 

促进技术的获取

与转移（《生物

多样性公约》第

16 条） 

Kellersmann 
(2000) 

工业化国家必须协助对保护生物多样性所必要

技术的获取与转移，促进对其可持续利用，以及

对生物技术优势的利用。 

资金支持（《生

物多样性公约》

第 20/21 条） 

Kellersmann 
(2000) 

发达国家应进行资金来源转移，以使得发展中国

家能够支付那些为履行本协议下之义务所产生

的增加费用。 

信息交换/科技合

作（《生物多样

性公约》第 17/18
条） 

UN (1992b) 工业化国家应当为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及可持

续利用的信息交换提供便利，同时也应当促进与

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及科学合作。 

研究 / 紧急情况

（《名古屋议定

书》第 8 条） 

UN (2011) 工业化国家应当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及获得

处理方法。 

能力 / 资金来源

（《名古屋议定

书》第 22/25 条） 

UN (2011) 工业化国家应当支持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

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及转型国家在有效执行

《议定书》方面进行的能力建设、能力发展、加

强人力资源及体制能力。 

来源： 作者汇编 

                                                
20  这可能会被认为是一种遵约机制。本报告认为这是“差别化”，因为其并非一种资源、技术或知识

由工业化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帮助发展中国家遵约的机制，而是一种导致利益分享上差别
化的机制。发展中国家也可以从对其基因资源进行商业化和其它（国内）利用中获益，但是他们
没有义务与工业化国家分享这些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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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例 2：《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并没有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通过，但却是

该会议的协商结果。没有任何其他文件如本公约这样在形式及实质上反映了“里约

精神”（见 Bruyninckx 2006）。事实上，它经常被认为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公约，

而非一个环境协议。其后果之一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二分法在一开始

就被提出，尤其是在公约的执行方面。同时，《联合国防治沙漠化公约》明确划分

了“受影响各国”（见 UNCCD 1994, 第 1 条），在荒漠化、旱地退化及干旱方面并

非仅与发展中国家有关，也与发达国家（包括例如澳大利亚、西班牙和美国这样大

的经合组织成员国）相关。 

问题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在《联合国防治沙漠化公约》中的相关性应当是不言自

明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个概念隐含在整个公约中，但在该公约的执行中

几乎没有被明确关注。它仅仅被转化为一个明显沿着传统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

断裂线而展开的对国家义务不对等的归责。这从一开始便强烈显示出以 G77 国集团

为代表的“南方国家团体”有不同寻常的谈判能力（Najam 2004）。 

 与《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一样，《联合国防治荒漠

化公约》主张保护全球的公共物质，即使最终这种公共物质的保护需要由某一特定

国家或者区域来提供。与《生物多样性公约》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不同，

旱地退化的全球性不像生物多样性的缺失及气候变化这么直接。因此，尽管《联合

国防治沙漠化公约》具有全球成员国的性质，该公约的全球化范围一直受到质疑

（Bauer 2007）。由此，细究之下，在《联合国防治沙漠化公约》的执行上对“共同

但有区别的责任”进行操作层面上的应用变得更加复杂。 

有区别的责任 

 《联合国防治沙漠化公约》的第 4 条特别强调了一般义务，也就是所有国家的共

同责任，同时挑出受影响的发展中国家作为“有资格接受援助”的国家（UNCCD 第
4.3 条）。第 5 条及第 6 条进一步阐明了受影响国家及发达国家各自的义务。同时，

以公约的标题（“尤其是在非洲”）和第 7 条（“非洲优先”）明确表明非洲地区

的优先性，以及公约独有的“区域附录”，这些本身就可以被理解为对有区别的责

任的表示。 

 然而，《联合国防治沙漠化公约》“只是在很低程度上反映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

任的概念”（Kellersmann 2000）。这是个讽刺，因为对非洲地区和区域附录的强调

强化了一个概念，就是荒漠化在不同地区的表现不同。这就至少在理论上要求不同

的国家在解决该问题上有不同的责任。然而在实践中，《联合国防治沙漠化公约》

的执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有官方发展协助的框架与途径。可以说，由于南北转移

支付的传统逻辑和对“荒漠化”的全球性的质疑，对旱地相关议题进行责任区分的

可能性因此而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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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 

 总的来说，从一开始《联合国防治沙漠化公约》的执行进展就很困难而且需要持

久的努力（见 Toulmin 2006；Stringer 2008）。考虑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

则以及上述的讨论，可以看出《联合国防治沙漠化公约》可以用来测试该原则的实际

执行情况，但是各个国家要么是未能认识到这点，要么则是出于熟悉的南北谈判模式

而有意回避了这一点。因此目前未能发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可能引发或者指引

《联合国防治沙漠化公约》下的进一步协商，更不用说其执行。与过去一样，“共同

但有区别的责任”的规范化潜力几乎无法运用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尽管其

带有强烈的“里约”喻意。尽管可以想象在《联合国防治沙漠化公约》的谈判日程中

应推动更大程度地反映“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比如考虑到技术转移的时候，但似

乎这并不可能。各方的提议可能有效地等同于号召就公约本身重新进行协商。 

 对于资金责任，赋予《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相关项目从“全球环境基金”融

资的资格，可以说是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和联合国体系内《联合国防治荒漠化

公约》的支持者的一个重要让步。通过最终将“全球环境基金”的投资扩展到土地

退化的可操作项目上，捐助国有效地承认了土地退化是需要全球解决的问题，而且

至少间接应对了在《联合国防治沙漠化公约》的执行中可被察觉的资金缺口。从 1994
年“全球环境基金”建立以来，尤其是非洲国家以及《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

书处就一直在推进这一点（Bauer 2009）。 

表 8：《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下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区别化机制 

 机制 来源 解释 

区
别

化
 

受援助资格

（《联合国防

治荒漠化公

约》  第 4.3
条） 

UNCCD 
(1994) 

公约不但区分了发达国家缔约国与发展中国家缔约

国，而且区分了受影响（即受荒漠化影响）缔约国与

非受影响缔约国。既是受影响国家也是发展中国家的

缔约国“有资格在执行公约过程中接受援助”。 

有区别的义

务（《联合国

防治荒漠化

公约》 第 5
条和第 6 条） 

UNCCD 
(1994) 

公约分别在第 5 条和第 6 条详细说明了受影响国家和

发达国家的不同义务。第 5 条中（比如“给予防治荒

漠化及减少干旱影响以足够优先性”），第 6 条中（比

如“积极支持……受影响国家的努力”；“提供大量

资金来源及其他形式的支持”）。 

区域差别化

（《联合国防

治荒漠化公

约》 第 7 条

和区域附录） 

UNCCD 
(1994) 

公约明确将非洲作为优先区域(《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

约》第 7 条)，并且进一步限定了五个区域附录，规定

了以下区域的“特殊条件”I：非洲；II.亚洲；III. 拉
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 IV.北地中海以及 V.欧洲中东

部，并且阐明了区域需求及对各个受影响缔约国的指

导方针。 

来源： 作者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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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下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参与机制 

机制 来源 解释 

资金支持 Kellersmann 
(2000); 
Falloux, 
Tressler and 
Mayrand 
(2006); 
Bauer (2009) 

发达国家缔约国“负有法律义务对执行公约提供重要

的财务资产” (Kellersmann 2000)。然而，并未提供标

准以更加具体地确定该义务的范围。《联合国防治沙

漠化公约》自身的“全球机制”本身并非一个融资机

制，而是根据公约的需求“旨在动员，引导及协调资

金流” (Falloux / Tressler / Mayrand 2006)。然而将“全

球环境基金”的投资扩展到包括土地退化这一操作性

的项目在内，可以被解释为捐助国相对于《联合国防

治荒漠化公约》的让步(Bauer 2009)。 

技术转移 Kellersmann 
(2000) 

工业化国家有义务转移技术支持防治荒漠化。然而相

对于其它条款，该义务没有要求各缔约国采取“一切

可行措施”。 

促进技术及科技

合作 
Bauer and 
Stringer 
(2009); 
Grainger 
(2009) 

公约第 17 条呼吁“各缔约国根据‘各自的能力’”在

防治荒漠化及减缓干旱影响领域促进科技合作。实际

上，很多国际科学专门技术可能有助于《联合国防治

荒漠化公约》规范化条款在当地的实施。然而，介于

政治公约过程和科学界之间的这个机构界面不适宜利

用这一潜能。 

区域附录的实施 UNCCD 
(1994) 

区域附录详细列出了在防治旱地退化及荒漠化中不同

的地区背景。这些附录能够在区域内和地区与国际层

面之间（多级治理）提供一个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

责任”的基础。 

来源： 作者汇编 

4.3 例 3：《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与世界贸易组织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概念也存在于环境议题之外的领域。世界贸易组

织协议中的诸多条款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特殊福利、技术援助、更长的过渡期以及

较为宽松的义务21。世界贸易组织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区别化待遇”的条款与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存在重要的规范性重叠，

因此也被包含在此节中。气候变化与贸易机制都明确承认了能力和发展需要的差异，

并将此与其成员国的义务相联系。 

                                                
21  参见 Keck and Low (2004), Hoekman (2005) and Pauwelyn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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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贸易组织面临的挑战不是公平地分配减缓和适应的成本和承诺，而是“营造公平

的竞争环境来保障公平竞争和公平分配贸易自由化的短期成本”（例如 Torres 2012）。
例如，由于资源在部门间的流动，开放市场的行为会产生调整成本，会对发展中国家

尤其产生严酷影响，因而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规则是合理的（Brandi 2010，207）。  

    最初，多边贸易体系中各国的义务相对平等，仅有非常少数的例外。1964 年颁布

的一项关于贸易与发展的对 1947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修正案，提出非互惠性

以及针对欠发达国家的特殊条款；1979 年正式通过的所谓的“授权条款”从多方面给

予发展中国家有区别的、更优惠的待遇（也见表 9）。1994 年正式通过的《建立世界

贸易组织的协定》（“WTO 协定”）将“单一承诺”原则纳入多边贸易体系，暗示

了逐步退出机制的终结：所有世贸组织成员必须接受所有协议，此举产生了若干针对

发展中国家的新的承诺。而 1994 年的世贸组织协议也包含了诸多针对发展中国家的

特殊条款。世贸组织协议引言部分将可持续经济发展作为世贸组织的目标之一，并具

体指出国际贸易应当有益于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与世界贸易组织有着重要的相似之处。国际贸易和

气候变化是对参与各国广阔的经济领域有着巨大影响的两个单一议题领域。两个议

题领域的风险和遵约潜在成本都很高，还有无数的各类利益群体牵涉其中。同时，

贸易和气候领域也存在着重要的差异。 

    首先，世贸组织初始想法一直都是无差别待遇贸易（因此也是无差异化的贸易）。

无差别待遇意味着世贸组织成员国在其贸易伙伴国之间不可差别对待，也意味着在

进口商品进入其国内市场后应与本国商品同等待遇。因此，在世贸组织中，无差别

待遇是原则，对差异化仅有有限例外。可以认为这与气候领域的情况完全相反。 

    其次，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化对待能够在世贸组织

争端解决机制的基础上被执行。迄今为止，只有著名的“美国海虾-海龟”（“US 
Shrimp-turtle”）案明确参考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其他案件则基于国家“能

力”讨论国家间差异，而不考虑“责任”层面（Gupta / Sanchez 2012, 6）22。 例如，

世贸组织专家组已声明将接受“发展中国家为获取国际市场份额而促进本国工业发

展的需求”，但其认为“这种差别化是暂时的、动态的、并需反应变化中的发展中

国家的情况”（Gupta / Sanchez 2012, 6, 17）。 

    一些评论者指出贸易与气候变化的另一个区别在于该论断的适用性，“发达国

家肩负着在集体行动中承担不成比例成本的道德责任”，并且“在过去的行动中发

挥了带头作用”（Eckersley 2009, 13）。基于此，“相比于贸易机制，气候机制更加

有力地挑战了基于互惠原则的、作为国际缔约正式基础的传统的自由契约主义原则”

（Eckersley 2009, 13）。但是，也有人可能会指出，在世贸组织背景下，发达国家也

肩负着在集体行动中承担即使不是“不成比例的”，也是相当大部分成本的道德责

任（Brandi 2010）。因为，发达国家获得了不成比例的收益，或者说发展中国家面

临着更高的调整或实施成本，而它们目前的状况有部分原因是因为历史责任导致的，

例如殖民化等背景。 

                                                
22  这些例案中的大部分都更关注快速发展的国家和新兴市场，而非更加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由印度、

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和泰国发起的针对美国的“海虾-海龟”案，其争议在于美国是否应该为了保护
海龟物种而要求使用特定渔网。在 1998年的最终裁定中，专家小组认定需要保护海龟，但美国的
方式是片面的、武断的、不合理的，要求美国与其他国家加强合作找出保护海龟的办法。从而也
就认定了在保护海龟事件中存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Gupta / Sanchez 2012, 1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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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化待遇”仍然存在争议。一些批评者仍在继续质

疑其合理性和支持发展的实际有效性（参见 Mitchell / Voon 2009）。例如，一些发

展经济学家对特定的特殊和差别化待遇条款（包括贸易优惠）仍持谨慎态度，并支

持无差别的市场准入机制（例如 Hoekman 2005）。 

    同时，由于实施方式的问题，给予发展中国家的优惠的市场准入到目前为止远

没有预期中的有效。举例来说，对于发展中国家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的优惠权常常受

到限制，或是其感兴趣的项目被排除在外。此外，不确定性是优惠权的主要弊端之

一。由于频繁的续约或获取资格的武断性，这种优惠权是不可预知的，并且它还受

制于单方面改变、撤销或条件性（Özden / Reinhardt 2003）。另外，发展中国家的出

口商还发现为获得节省下来的优惠幅度，其认证过程的交易成本过高（Mattoo / 
Subramanian 2004）。最后，许多发展中国家无法遵守严格的原产地规则，这一规则

是如此严格，以至于发展中国家由于无法满足相关要求而被迫支付“正常的”最惠

国关税（Brenton 2003）23。  

有区别的责任 

    在世贸组织中，国家被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后者还包括了最不发达国

家24。《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授权条款”使发达国家有合法权利在贸易政策上向

发展中国家提供“特殊和差别化待遇”（见下表 10）。但是，“授权条款”并未考

虑到更加精细的区分，其要求所有发展中国家在市场准入问题上被同等对待；唯一

例外的是联合国定义下的最不发达国家，它们有权享有额外的利益。 

    一个主要问题是，“特殊和差别化待遇”的使用是基于某一国家的自我评估，

而非某种可量化的标准。不同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非附录 1 国家（发展

中国家）的列表，世贸组织没有正式的发展中国家列表（Pauwelyn 2013）。任何成

员国都可以声称自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并保持在这一阶段，从而使其能自动受

益于“特殊和差别化待遇”25。由于“特殊和差别化待遇”没有分级标准，毫无意外，

没有发展中国家感到应该放弃自己的利益（Torres 2012）。 

    然而，最不发达国家一旦人均收入超过一个特定的临界值，就会自动脱离“最

不发达国家”的范畴，并失去其在世贸组织中的额外优惠待遇（Torres 2012）。 

    由于在世贸组织中至今没有国家脱离“发展中国家”行列，因此这种分组这些

年以来变得越来越异质化。发展中国家群体内多样性的增大是“多哈回合”快速进

展上最主要的障碍之一（例如 Brandi/Helble 2011）。因为发展中国家在以前《关税

与贸易总协定》的时代拥有较小的市场，所以发达国家愿意让其在市场自由化上搭

便车。然而，一些较为贫穷的世贸组织成员国已经有了巨大的增长，其市场规模对

                                                
23  原产地规则用于在国际贸易中确定产品的原产国家。在贸易优惠权中，原产地规则确定什么产品

可以受益于这里的优惠权。实际上，对于很多较贫穷的出口方来说，很多原产地规则都很难满足，
例如，要求产品价值的一半或一半以上必须由当地生产。 

24  世贸组织协议也包括特殊阶段——经济转型阶段（Pauwelyn 2013）。 

25  目前，世贸组织有 160 个成员国，仅有不足四分之一为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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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搭便车而言已过于庞大，发达国家不愿意为其提供市场准入，除非得到互惠的市

场准入让步作为回报，但这一做法会使得世贸组织成员国之间达成共识变得更加困

难。  

表 10: 世贸组织中体现特殊和区别化待遇的区别化机制的举例 

 机制 来源 解释 

区
别

化
 

非互惠性 /降低

削减承诺 
GATT Part 
IV (1964)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四部分包括对发展中国家

的非互惠性优惠待遇概念的条款：当发达国家向发

展中国家提供贸易优惠时，发达国家不能期望发展

中国家向其提供等同的回报。 

但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指出此条款没有实际价值，

因为其没有包含任何发达国家的义务。 

更加优惠的待遇 GATT 
Enabling 
Clause  
(1979) 

“授权条款”（正式名称为“关于发展中国家差别

化和更优惠待遇、互惠和更充分参与的决定”）于

1979 年被《关税与贸易总协定》通过，使发达国家

成员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差别化和更优惠待遇（例

如，支持来自发展中国家进口商品的有区别的关税

机制）。 

提议：对“最不

发达国家+”组别

的特殊和差别化

待遇 

例如
Hoekman, 
Michalo- 
poulos and 
Winters 
(2003) 

一些专家提议组建一个由小且穷的发展中国家组

成的“最不发达国家+”组别，由规模和人均标准

确定，在所有世贸组织协议中，应当总体上辨识出

这些真正需要差别化和特殊待遇的国家。 

提议：“基于特

征的方法”/用于

特殊和差异化待

遇的情景方法 /
隐性门槛方法 

例如 ICTSD 
(2007); 
Corrales-Le
al, Baritto 
and Mohan 
(2007); 
Stevens 
(2002) 

根据此提议，任何全球贸易份额低于某特定门槛的

世贸组织成员国，都可被允许适用一组特殊的规则。 

在多哈谈判的背景下，这样一项建议获得了相对广

泛的世贸组织成员国的支持。此方法代表世贸组织

成员国第一次支持通过满足可衡量的要求来启动

“特殊和差别化待遇”，而不是依据发达国家、发

展中国家或者最不发达国家的传统分类来决定特殊

和差别化待遇。 

提议：基于需求

评估的援助 

 

例如 Wang 
and Winters 
(2000); 
Prowse 
(2002) 

Wang，Winters (2000) 和 Prowse (2002) 提议“特

殊和差别化待遇”引入对各国实施世贸组织协议的

成本和能力的评估，而这一评估应基于确定一个国

家可免除规则的时间段，以及由广泛的相关援助方

提供的量身定制的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项目。 

其他学者认为援助和能力建设应该补充特殊和差

别化待遇，但不能替代一系列有法律强制力的条款

（Keck / Low 2004）。 

来源： 作者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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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世贸组织中体现特殊和区别化待遇的参与机制的举例 

 机制 来源 解释 
参

与
机

制
 

更长的转

型期 
例如 Keck 
and Low 
(2004) 

诸多世贸组织规则提供更长的转型期，尤其对最不发达

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时间来实施和适应新的贸

易规则。 

技术援助，

贸易援助 
例如 WTO 
(2006)； 
OECD and 
WTO (2009)  

很多世贸组织协议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 

世贸组织贸易援助行动于 2005 年 12 月在香港部长级会

议上启动，包括五大内容：支持贸易政策和贸易规则；

贸易发展；贸易相关的基础设施；生产能力；贸易相关

的调整。 

享有特权

的市场准

入 

例如 GATT 
Enabling 
Clause 
(1979) 

富裕国家和一些新兴力量为较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提供

优惠性的（也即更优惠的）市场准入安排，从而创造就

业机会、出口和投资。举例来说，在欧盟“除武器外一

切都行（Everything but Arms）”议案中，除武器以外

的、所有从最不发达国家进口到欧盟的产品都免税、免

配额。 

来源： 作者汇编 

特殊和差别化待遇的实施进展 

     2001 年，成员国政府达成协议，所有“特殊和差别化待遇”条款都应该被复审，

旨在使其在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的背景下得到加强。更具体来说，旨在确定哪些

“特殊和差别化待遇条款”是强制性的，考虑将现在不具有约束性的条款在法律和

实际层面变成强制性的，并探索如何帮助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更好地

利用“特殊和差别化待遇”。 

     毫无疑问，仅靠“特殊和差别化待遇”不能解决贸易和发展交叉领域的挑战。

但是，考虑到最近恢复的多哈回合，世贸组织成员国应力图就比当前世贸组织协议

中所包含的“特殊和差别化待遇”条款更具体的条款达成共识。理想的情况下，要

想获取进展，应该基于细致的经济学分析得出可量化的标准，在具体情况下为特定

国家提供“特殊和差别化待遇”（Mitchell / Voon 2009）。 

4.4 例 4：《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 

     通过《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以及随后作为回应的《蒙特利尔议定书》获得

国际公认的全球臭氧层消耗问题，已经强烈地影响了新出现的有关气候变化的政治

动态及其制度架构（Depledge / Yamin 2009）。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有关的国际臭氧

管理体制的国际谈判和政策是成功的，学界经常研究可从此汲取的经验（Barrett 2003; 
Smith 2010; UNEP 2009; Zang 2009）。尽管公认臭氧和气候管理体制的背景有着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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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气候变化相关的经济活动范围和资金需求额度要远高于臭氧，但《蒙特利

尔议定书》的经验仍然是有指导意义的（见如 UNEP 2009）。 

   《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和《蒙特利尔议定书》没有使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

任”这一措辞。因其分别于 1985 年和 1987 年通过，早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作为明确的概念出现在国际法中的时间。但是，议定书第 5 条（“发展中国家的特

殊情况”）确实包括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权利，这些发展中国家在议定书生效日

期时，其列出的管制物质的年可计算消耗水平低于人均 0.3 千克（UNEP 2000）。从

1992 年开始，继《里约宣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共同但有区别的

责任”被提出之后，《蒙特利尔议定书》的各缔约国会议经常提及这一原则，作为

表示在协议中实施差别化的方式（Deleuil 2012）。 

    确实，发展中国家已经成功敦促建立起一个帮助它们实施《蒙特利尔议定书》

的特殊基金，显示了“南半球”国家在环境领域不断增加的谈判能力（Sell 1996；
Biermann 1998）。此外，这项特殊基金证明了议定书成功实施的关键，显示了承认

不同能力的作用，并且主要发达国家缔约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向发展中国家投资技

术和金融能力的意愿（Wettestad 2002；Bauer 2009）。因此，在《里约宣言》和《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建立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概念之后，《蒙特利

尔议定书》下的谈判也经常将其作为一项指导原则（Deleuil 2012）。 

问题 

    最初，1987 年只有 24 个国家和欧洲委员会签署了《蒙特利尔议定书》，事实上

包括了所有的发达国家。这些国家造成了绝大多数的全球氟氯化碳的产生（见图 6），
但并未包括很多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发展中国家，例如印度和中国（Smith 2010）。

这两个国家拒绝签署《蒙特利尔议定书》，直到建立了帮助发展中国家发现和实现

氟氯化碳替代物的基金。即使在那时，南北差异也被视为是《蒙特利尔议定书》能

够显著有效实施的主要障碍（Wettestad 2002）。 

有区别的责任 

表 12: 《蒙特利尔议定书》及其修正案中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机制 

 机制 来源 解释 

方
法

 

完成建造中

的设施26 
Honkonen 
(2009) 

不属于发展中国家，但正在建氟氯化碳工厂的国家，被

允许完成这些项目。来自这些设施的额外生产被允许作

为 1986 年生产和消耗的一部分。这一特许也包含处于

经济转型期的国家。 

来源： 作者汇编 

 
                                                
26  此处被标为“方法”，因其关于对待工业化工厂的方式甚至早于不同国家间责任的区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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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蒙特利尔议定书》中的区别化机制 

  机制 来源 解释 
区

别
化

 

不 区 分 自

愿 性 承 诺

和 强 制 性

承诺 

Smith (2010) 发展中国家有额外十年的时间来实现其承诺，但有些

国家的承诺是自愿的，而另一些国家是强制性的承诺，

这两者之间没有“歧视性”的区分。这样可以最大程

度地缓解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紧张局面。 

国 家 和 物

质 的 不 同

基准年份27 

Honkonen 
(2009) 

对于分阶段撤销的承诺，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基准年份：

工业化国家是 1986 年，而发展中国家被允许在 1995
年至 1997 年期间，及 1998 年至 2000 年期间按可计算

消耗水平的年平均值使用特定管制物质。 

宽限期 Davidson 
Ladly (2012) 

第 5 条第 1 段规定，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特定管制物质

的人均消耗小于某临界值（经济发展的代表），则允许

该国延缓执行。10 年宽限期的安排旨在使得要求发展中

国家承担与发达国家相同的义务变为可能。 

来源： 作者汇编 

 
表 14：《蒙特利尔议定书》中的参与机制 

 机制 来源 解释 

参
与

机
制

 

满足基本的

国内需要 
Honkonen 
(2009) 

为满足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内需要”，或是出于“缔

约国之间工业合理化”目的，允许条款 5 缔约国超过最

高生产限制和禁令的 10%以内。“基本国内需要”引起

了相当大的争论，因为一些国家也将出口作为基本国家

需要。1989 年做出决定，如果发展中国家想继续受益于

10 年宽限期，则不被允许出口消耗臭氧的物质。 

关键用途豁

免 
Honkonen 
(2009) 

很多《蒙特利尔议定书》的逐步退出规则都允许为了特

定“重要”用途继续生产和消耗管制物质，例如健康、

安全或者对社会运行非常重要的用途，这些领域从环境

和健康的角度没有技术上和经济上可行的其他替代选

择。但这一漏洞还没有被广泛应用。 

参
与

机
制

 

多边基金 Davidson 
Ladly 
(2012); 
Smith 
(2010); 
Biermann 
(1997) 

在 1990 年的伦敦臭氧会议上成立了帮助发展中国家实

施《蒙特利尔议定书》的特殊基金。伦敦会议参与者估

计转型的最初几年约需要略多于 2 亿美元的基金，基于

联合国评估公式，美国所占份额为这一金额的 25%。1991
年至 2005 年间，基金认捐总额达到 21 亿美元。此基金

的建立对说服以印度和中国为主的主要发展中国家签署

议定书至关重要。 

                                                
27  这一机制被标为“区别化”，因为其对不同氟氯化碳的区别化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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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接上页)：《蒙特利尔议定书》中的参与机制 
参

与
机

制
 

共同履行承

诺 
Honkonen 
(2009) 

欧共体成员国共同保障履行其《蒙特利尔议定书》之承

诺，条件是成员国消耗臭氧物质的总计算水平不超过要

求的水平。 

来源： 作者汇编 

《蒙特利尔议定书》的实施进展 

     对援助基金的推动，促进了将工业化国家的责任这一概念嵌入到国际环境政治

中（Stalley 2013）。在 20 世纪 90 年代，谈判从需要确保发展中国家的参与转变为

发展中国家参与的结果。随后发生在 1990 年伦敦臭氧会议的“大谈判（Grand Bargain）”
（Hoffman 2005，120），即以发展援助换参与，高举“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并巩固了一系列修正之后的、有关正确处理全球环境问题的期待。   

图 6：条款 5 国家和非条款 5 国家消耗臭氧物质的排放 

 

来源：UNEP(2007) 

 

   《蒙特利尔议定书》现在被视为全球环境谈判中的里程碑，它成功地减少了全球

消耗臭氧层物质的生产、消耗和排放（Velders 等 2007；Smith 2010）；也是如何操

作“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较早的和重要的例证（Davidson Ladly 2012）（也

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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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例 5：航运中的船用燃料排放控制 

   《京都议定书》明确指出需要规范船用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但由于各国在排放

分配问题上不能达成共识，国际航空和航运并未包含在此议定书内28。因此，国际民

航组织和国际海事组织被下令制定策略以减少由所谓的船用燃料燃烧导致的国际排

放。这对于全球气候政策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国际航空和航运排放是全球温室气体

排放增长最快的来源29。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各个行业之间在必须控制

船用燃料排放问题上有着基础广泛的共识，问题是解决的方法（Project Catalyst 2009；
UNFCCC 2012a；Government of Cyprus / EC 2012）。此案例与本节的其他案例不同，

因为其与气候变化直接相关，且就其进行的国际谈判最近才刚刚开始。本文主要讨

论航运而非航空中的船用燃料排放控制，因为在发展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全球减排

机制，和采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概念方面，国际海事组织要超前于国际民

用航空组织30。 

    有人指出这方面进展太慢（见例如 T&E 2009），但从 2013 年开始，国际海事

组织对国际航运的所有船舶实施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强制措施，显示了在一个国

际行业领域中的第一例强制性温室气体减排机制（IMO 2011b）。但是，所谓的《防

止船舶污染国际公约》（MARPOL）修正案所包含的技术和操作措施不足以满足科

学研究所指出的总体减排目标，因此国际海事组织得出结论，为了减少来自航运的

排放，也需要一个全球性的“基于市场措施（MBM）”（IMO 2011a）。 

问题 

    国际海事组织成员国之间在“基于市场措施（MBM）”内对“共同但有区别的

责任”的理解存在冲突的观点，对于这一原则应当优先于还是从属于国际海事组织

的公平对待船舶原则，导致就如何满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要求对来自国

际航运的温室气体实施减排措施的讨论陷入僵局（Project Catalyst 2009；Kågeson 
2011）。最近组建的“志同道合的发展中国家（like-minded developing countries）”

组织31希望国际海事组织依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原则和条款开展工作，尤

其是公平原则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UNFCCC 2012a）。然而，欧盟倾向

于遵循国际海事组织惯常的做法和原则（Government of Cyprus / EC 2012）。 

    海运国际公会希望国际海事组织实施一个全球范围的机制。尽管覆盖全球是必

要的，但发展中国家担心其经济将会承担不公平的责任（Project Catalyst 2009；
Kågeson 2011）。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约 60%的全球海运贸易去往发达国家，但仅          
                                                
28  船用燃料技术上是指任何类型的在船上使用的燃料。其名字（Bunker fuels）来源于在船上或港

口储存燃料的容器，其后也来被应用于航空领域（T&E 2009）。 

29   根据“催化剂计划（Project Catalyst）”（2009），航空和航运排放到 2020 年之前估计将达到
25 亿吨，相当于整个中东地区的排放。 

30  2013 年 10 月，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同意在 2016 年之前制定一个以市场为基础、应对国际航空排
放问题的全球机制，并在 2020 年之前实施。到那时，国家或类似欧盟这样的国家团体将可实施
临时措施。 

31  该小组的第一次关于气候变化的会议于 2012 年在中国举办。会议文件由阿尔及利亚、阿根廷、
玻利维亚、巴西、中国、古巴、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印度、马来西亚、尼加拉瓜、巴基
斯坦、沙特阿拉伯、南非、泰国、乌拉圭和委内瑞拉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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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35%的全球船队注册为“附录 1”国家（Project Catalyst 2009）。因为船舶可以灵

活选择悬挂的国旗，因此一个不包括非附录 1 国家的体系会导致碳泄漏（Bennett 
2012）。 

有区别的责任 

表 15：在航运船用燃料的减排上归因排放的方法 

 机制 来源 解释 

方
法

32
 

港口国征税 
IMO 
(2010a) 

授权所有国家允许其港口向所有停靠其港口的船舶征

收全球统一排放费用。向重质燃料和污染燃料征收较高

的费用，向清洁燃料征收较低的费用，以此实现全球温

室气体减排目标。 

海运船舶燃

料税 
IMO 
(2010b) 

海运船舶燃料征缴温室气体基金捐税，其中一部分退还

给那些达到或超过规定的效率基准线的船舶，这些船舶

被标注为“表现良好船舶”。 

基于能源效

率奖励或惩

罚船舶 

例如 IMO 
(2010c； 
2010d) 

这项机制使现有船舶和新船舶遵守强制性的能源效率

标准。船舶要根据不断严格的效率标准进行评判，不符

合标准的船舶可能会被罚款。 

全球排放的

限额和交易

体系 

例如 IMO 
(2010e； 
2010f； 
2010g) 

这一体系制定了国际航运净排放的行业限额。每年通过

全球拍卖向市场放出越来越少的限额（排放单位）。排

放单位可交易。 

来源：作者汇编 

 

 

表 16：在航运船用燃料排放控制上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区别化机制 

 机制 来源 解释 

区
别

化
 更慢的导

入期 
Kågeson 
(2011) 

例如，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目标和时间表方面，给

予发展中国家更慢的逐渐导入期。设想的补偿规则的期限

是一个主要问题：一些非附录 1 国家已经在人均 GDP 和

（或者）人均排放方面超过某些附录 1 国家。 

                                                
32  国际海事组织提供了一份国别方案的综述。 http://www.imo.org/OurWork/Environment/ 

pollutionprevention/airpollution/pages/market-based-measures.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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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接上页)：在航运船用燃料排放控制上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区别化机制 
区

别
化

 (
接

上
页

) 

仅覆盖去

往发达国

家的航程 

Romani and 
Stern (2013) 

可以通过补偿或不补偿发展中国家来完成。 

特定路线

的例外 
Kågeson 
(2011) 

可以向特定的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提供更

多的配额。这些路线应该接受审查系统的审查，并有可能

通过申请机制增加或删除线路。 

来源：作者汇编 

 

 

表 17：在航运船用燃料排放控制上体现《生物多样性公约》下“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的参与机制 

 机制 来源 解释 

参
与

机
制

 

关键用途豁

免 
Kågeson 
(2011) 

诸如食品或药物之类的重要物品，可通过一次性出货向

特定的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提供配额。这

些物品需要接受审查系统的审查，并有可能通过申请机

制增加或删除物品。 

经济补偿 Bennett 
(2012); 
Kågeson 
(2011); 
Romani and 
Stern (2013) 

工业界将支持把通过上述方法筹集的资金用于帮助发展

中国家的气候变化项目，如有可能将与《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绿色气候基金”联系起来。据国际海运

公会的信息，这一方式受到船舶所有者的支持。用于动

员资金的税收缴纳者仅限于发达国家；如果对发展中国

家有影响，则应给与补偿（没有净税收） 

来源：作者汇编 

“基于市场措施”实施进展 

    根据多哈第 18 次缔约国大会的记录，国际海事组织声明正在审议中的“基于市

场措施”的范围广泛，从对所有来自国际航运的二氧化碳排放捐税或征税，或通过

排放交易系统仅对那些未能达到“能源效率设计指标（Energy-Efficiency Design 
Index）”要求的船舶捐税或征税，到基于船舶实际效率的方案，这里既指设计上的

效率（“能源效率设计指标”）也指运行中的效率（“船舶能源效率管理计划”）

（IMO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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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国际海事组织决定有必要对“基于市场措施”议案进行一次影响评估，

关注对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和产业可能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对最不发达国家、小岛

屿发展中国家以及贸易距离长的偏远发展中国家。该评估将仔细研究其方法论和标

准的基础（IMO 2012）。国际海事组织“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MEPC）”第 65 次

会议正式通过了与“提高船舶能源效率”有关的“促进技术合作和技术转移的决议”。

其中，该决议“要求国际海事组织[……]推进特别是向发展中国家的能效技术转移合

作；进一步协助一些国家，特别是需要技术转移的发展中国家，在能力建设和支持

方面获得资金来源”（IMO 2013）。然而，“基于市场措施”的讨论却被搁置后议。

根据“国际海事减排方案”（IMERS 2013），“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的有关讨论

再一次显示了如何将国际海事组织的气候变化措施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联系起来的政治敏感性，及相互对立的观点。 

4.6 2015 后的谈判和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2015 年对于设定 2025 或 2030 年前的环境和发展政策将是至关重要的一年。在

联合国系统内一个编制新的 2015 年的发展目标以接替“千年发展目标”的进程已经

开启。最初，该进程分为两条线进行。第一条线与“千年发展目标”相结合，着眼

于去其缺点取其优点而将当前的发展议程转化为后“千年发展目标”议程。联合国

秘书长潘基文启动了五个工作组（“联合国工作组（UN Task Team）”、“联合国

全球契约（UN Global Compact）”, “高级名人小组（High-level Panel of Eminent 
Persons）”, “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 和“联合国发展小组（the UN Development Group）”），为 2013 年 9
月份在纽约召开的千年发展目标特别会议提供报告和意见（Rippin 2013）。 

    第二条线始于“里约+20 峰会”33，旨在详细阐述“可持续发展目标”。这条线

首先将议题的关注点从人类扩大到可持续发展，其次将目标范围从发展中国家拓宽

到所有国家。这些目标会以一种均衡的方式应对可持续发展的三个维度（经济、社

会和环境），并且与联合国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保持一致，并融入其中。“千年发展

目标”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即：国际发展目标应该是何样，因为它有助于动员行动

和资源导向一系列核心发展优先议题。但是，“千年发展目标”也饱受非议，例如

不完善、肤浅和单边的（见 Loewe 2012)。此外，“千年发展目标”的确立是在气候

变化的影响还未被充分认识之前，因此当这些目标被确立时，发展比所预期的更加

有挑战性（Romani /Stern 2013）。“千年发展目标”所描绘的是一种沿着传统南北

线的援助方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可持续发展目标”则应成为真正的全球

性共同目标。但是，全球性目标仍需要在国家层面实施。因此，在讨论如何区分国

家目标以实现整体目标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议题尤显重要。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将要扮演何种角色尚不清楚。

在“里约+20 峰会”上一致认同“可持续发展目标”必须：以行动为导向、简明扼要、

                                                
33  “里约+20峰会（Rio+20）”是 2012年 6月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的简称。它

于 1992年在里约召开的“地球峰会”的 20年后举行，在 1992年的会议上各国通过了《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协议》、《联合国防治沙漠化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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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易懂、目标数量有限、目标远大、全球性、适用于所有国家，同时“兼顾不同国

家的现实、能力和发展水平，并尊重各个国家的政策和发展要务”（TFWW 247，46)。
在会议期间，关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谈判非常激烈。成员国分为谈判两方

就该原则应如何呈现在“里约+20 峰会”的成果文件中进行了讨论。除了在“可持续

发展目标”部分提及发展能力和水平之外，成果文件直接提到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

任”，确认“《里约宣言》中关于环境与发展的原则，尤其包括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

任原则，作为《里约宣言》的第 7 条原则”（TFWW 15，2），而与《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的链接体现在“为了人类当代和子孙后代的利益，各缔约国应在公平

的基础上，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的能力来保护气候系统”（TFWW 191, 34）。 

    “里约+20 峰会”之后，国际社会需要时间为“可持续发展目标”设置进程。从

2013 年 1 月份开始，由联合国大会的 30 个成员国组成的“开放工作组（OWG）”

定期会面讨论概念性和内容相关的议题。他们被授权在 2014 年 9 月前起草完成一份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提案。在“开放工作组”接下来的一系列会议中（例如关于

城市、居住、交通、生产与消费、气候变化与降低灾害风险的第 7 次会议），“共

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也被提及，尽管没有明确出现在议程中。在“开放工作组”有

关“可持续发展目标”概念方面的第二次会议（2013 年 2 月）中，讨论到“可持续

发展目标”必须具有全球性并适用于所有国家。与“里约+20 峰会”的结果类似，这

意味着这些目标必须具有足够的灵活度，使得处在不同发展水平和有不同国家优先

发展目标的国家都能加入进来。然而，会议并没有使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

一术语，关于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如何体现区别化讨论了两种选择： 

    一套共同的目标，再结合根据发展水平和国家情况而校定的区别化的目标和/或
时间表； 

一套带有多重子目标和指标的共同目标，在制定自己的发展议程时不同国家可以根

据自己的发展水平和国家环境决定从中优先考虑哪些目标或指标（一个面板或菜单）。  

    在 2013 年 9 月千年发展目标特别会议上，联合国大会决定将这两个进程合并。

最初，该会议的目的是回顾千年发展目标，并决定如何制定 2015 年千年发展目标到

期之后的一个新的发展议程。然而，特别会议的成果文件为各国提供了短暂的休憩

时间，其声明关于 2015 后议程的政府间谈判将到 2014 年 9 月才开启，届时开放工

作组有关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任务将已经完成。到那时，将召开联合国大会主持下的

后续会议为 2015 后做好准备，以确保整个过程的进行不带有任何结果预期（Rippin 
2013)。 

    两个进程的合并意味着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将成为 2015后新议程的首要目标。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在特别会议起草成果文件的协商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发展中

国家力图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纳入文件，而工业化国家认为明确提及这一术语

作用不大也没有必要。最终，在成果文件中是如下阐述的：“我们重申《关于环境与

发展的里约宣言》的所有原则，尤其包括作为原则 7 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原

则”（Outcome document, Special Event 2013；也见 Rippin 2013）。这表明尽管如何

解释和应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仍有待商榷，但该原则将继续作为一个议

题出现在 2015 后议程的进一步制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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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数十年以来，有关环境问题的国际合作不断增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概

念已成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国际谈判背景中的一个基本原则。更确切

地说，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的能力成为了一个政策原则，它反映了更加具有

哲学意义上的公平原则。该原则反映了长久以来的政治共识，即在应对气候变化及

其造成的不利影响问题上，需要所有国家最大可能的合作，而且所有缔约国都有责

任作出相应的行动，同时也兼顾它们各自不同的国情、能力、温室气体历史排放及

发展需要。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背后的理念促成了上世纪 90 年代国际环境体制的诞生，

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确切含义，且不论其实施情况，仍是错综复杂乃至极

富争议的。正如本文 3.3 部分所示，各缔约方普遍认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

的能力”这一原则，但是在付诸实践时采取了不同的概念化理解。可以说，在国际气

候谈判中出现的僵局至少有部分原因归于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有分歧的解释。

国家群体和国家联盟的增加以及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使得对于该原则的解释更加复杂，

最终影响到该原则在实践中的实施。不论如何，很明显附录 1 和非附录 1 的二分法

无论从实践性还是现实性上来看都不是前进的方向。为防止危险的气候变化，不仅

工业化国家，而且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必须明确限制其温室气体的排放

量。尽管已经有鼓舞人心的证据显示，包括发展中国家中最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国

在内的、国家层面的气候行动在不断增加，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在《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下促成强有力的国际气候协议。 

     为了寻求如何在 2015 气候协议下实施“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本讨论稿分析

了在其他国际体制和谈判过程中的相关机制是如何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

概念的。因此，本文包含了这一原则在上述情况下的各种表现，包括《生物多样性

公约》、《联合国防治沙漠化公约》、“世界贸易组织”、《蒙特利尔协定书》、

在海运中船用燃料排放控制，以及未来“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框架。这些表现在背

景方面和范围上都相差各异。因此，某一协议的成功因素并不一定对另一个协议适

用或成功。尽管如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可以从其历史和制度先例中吸

取经验。出于这种考虑，结论部分列出了三个表格，既基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的背景和范围，同时又受益于其他实践中的机制使其内容更加丰富，随着《联

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的进一步发展，这些机制对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采纳

和实施将会被证实是有用的（见表 18-20）。这些构成了本文的主要结论，分为三部

分：方法、区别化机制和参与机制，如下文所示。 

方法 

     在缓解气候变化影响的背景之下，“方法”基本上指的是温室气体排放的归因。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体制下，排放归因于其来源和各自的生产者，排放

限制和减排目标建立于国家间谈判基础上。“紧缩与聚合”机制也可以作为一个归
因的方法（见表 1）。尽管研究者指出了一系列可能性，但是把归因于国家改变为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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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于比如消费者或者生产者，从政治上来讲不太可能。但是，这些方法提供了一些
思路，也在关于国际气候谈判的公共政策讨论中经常被提及。 

表 18: 关于温室气体排放归因的方法 

机制* 解释 

将排放归因

于消费者，而

非生产者 

通常情况下排放被归因于来源。然而，将排放归因于消费者也有一定道理。

比如，中国的排放有很大比例与为经合组织国家提供进口和消费的商品有

关。但是，这种方法没有政治经验（例如，例 1、2 和 4）；在海运船用燃

料排放控制上也没有考虑用这种方法（例 5）。 

有责任的行

动者 

哪些行动者应该负有责任：国家、企业、抑或公民个人？国家，就其本身

而论，不是温室气体的排放者，但是国家具有管理排放的权力，也承担着

国际法定义务对排放进行管理。把责任归于企业亦或是个人可能会把问题

复杂化，尽管国际海事组织针对船舶或者公司正在设计一套税收方案（例

5）。 

预算方法 

与根据当前排放水平计算减排义务不同，“排放权利”方法计算的是在全

球变暖达到 2℃之前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还剩多少。然后每个国家将会

被分配一个国家排放预算。目前印度和德国全球变化咨询理事会的提议包

含了可交易权，较之前的提议更加灵活，并且更加基于目标。尽管对于配

额有一定的经验（限制排放，例如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和可

能例 5），但是涉及到限制“预算”的方法则并无经验可谈；可以参看例 1、
2 和 4 皆不包括“预算”。 

* 机制和解释皆来源于第三、四章的表格和其中提及的参考文献。 

来源：作者汇编 

区别化 

    排放的归因是决定限排和减排责任的基础。本节根据标准和方式列出了国家间

责任区别化的选择。首先，“标准”反映的是基本决策， 这些决策需要在在一段时

间内何种区别化以及如何使用区别化的基础上制定。其次，“方式”反映的是一系

列实践方法，这些方法使得在初期阶段做出高承诺或是低承诺的国家都能更加接受

这种区别化（也见表 19）。 

     在有关“标准”和“方式”的争论中一个重要主题就是随着时间推移的灵活性。

《里约公约》阐明“发达国家承认他们在追求国际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应承担的责任”，
这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说法存在根本不同，《框架公约》声明“发达

国家缔约国应该起带头作用”。这暗示着其他国家（最终）将会跟上来。它表明了

一种在《京都议定书》中没有得到证实的灵活性，甚至在 2012 年多哈所达成的第二

阶段承诺也依旧延续着附录 1 和非附录 1 国家二分法路径。其他的国际协议，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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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贸易组织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及《蒙特利尔协定书》等采取了“分级”
机制，在一定宽限期或者国家人均收入达到某一临界值之后，国家必须承担不同的

责任。另外，《蒙特利尔议定书》还有一个排除标准：发展中国家只有在其排放保

持低于某一临界值的条件下才能享有特殊权利（比如，宽限期、财政支持）。而《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目前将 150 多个非附录 1 缔约国当做一个群体对待，既没

有提供进一步区别化，也没有就重新评估发展中国家应承担的更大义务而设定时间

范围。根据一系列相关研究（比如 Parikh / Baruah 2012；Karousakis / Guay / Philibert 
2008； Depledge / Yamin 2009），同时考虑到面向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和发展局势

所需的更大灵活性，本讨论稿作者总结出引入以下内容是明智之举： 

1)超越目前附录 1 和非附录 1 两分法，对国家分组进行进一步的区分。但是在引入更

多国家分组的同时需要重新仔细考虑分为多少组能够形成最有效的气候体制； 

2)分级和排除机制以适应更大的灵活性。这些也需要建立在明确适当的标准基础之上。

例如，如果一个缔约国的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就会自动升级到为缓解气候变化

影响而承担更大责任的组别。同样，如果一个缔约国（人均）排放量或者能源密度

上升到某一临界值之上，该国则会自动被排除出某一组别。 

    最开始的分组和从一个组到另一个组的升级（或重新回到原组）应该建立在一

系列标准基础上。为了准确地反映出气候变化和全球发展的动态性，这些标准应该

将新兴经济体的未来排放增长路径纳入考虑中，以从某种程度上减轻发达国家对于

气候体制下“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不情愿态度（Honkonen 2009)。与此同时，将

历史责任纳入考虑则能够减轻发展中国家的不情愿态度。将相应的系列标准与分级

和排除机制结合起来应能产生一种带有灵活性的衡量标准，使得所有缔约国不再有

长期拒绝参与的借口。 

表 19：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对责任区别化的标准和方式 

类别 机制* 解释 

界
定

责
任

区
别

化
的

标
准

 

更多国家类

别，包含分

级 

以一种包括允许从一个组别升级到另一个组别的更综合、数量更

多的分组方式，来取代附录 1 和非附录 1 国家的二分法。世界贸

易组织（例 3）和《生物多样性公约》（例 1）已经包含了很多国

家类别。又或者像《蒙特利尔协定书》只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

国家两类，但是后一类别中的国家只有在其排放低于特定临界值

的条件下（称这些国家为“条款 5 第 1 段缔约国）才享有特殊权

利（比如，宽限期，财政支持）。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下也规定了相应临界值。 

更多国家类

别，包括排

除 

《蒙特利尔协定书》（例 4）有一项排除标准：只有发展中国家的

排放低于特定临界值时才享有特殊权利（例如，宽限期，财政支

持）。排除标准可以在设计灵活的多组体系时强化分级标准。 

包括除经济

发展和排放

量之外的其

他标准 

在设定有区别的减排义务时，除了考虑经济发展和当前及未来的

排放之外，还可以考虑其他因素（包含或者不包含历史责任）： 
减缓气候变化影响的潜力 
减缓气候变化影响的成本 
单位 GDP 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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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接上页)：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对责任区别化的标准和方式 
界

定
责

任
区

别
化

的
标

准
 (
接

上
页

) 

指标筐 

需要一系列指标来反映“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比如 Honkonen 
2009；Karousakis / Guay / Philibert 2008；CAN 2013b）。基于公约

的最核心公平原则，“气候行动网络”提出：充分性、责任、能

力、适应需要和发展需要。以上每一项都需有供选择的（一套）

指标对其进行测量。 

基于部门的

区别化 

包括在发展中国家，按照部门区分的方法可以确定政治上可被接

受的国家目标，以及基于技术角度减排潜力的国内限额分配。 
例如在欧盟，这个方法将注意力从比较成员国之间的贡献度与公

平性转移到了比较部门之间的贡献度和公平性。 

不区分自愿

性承诺和强

制性承诺 

在《蒙特利尔协定书》中，对于一些国家的自愿性承诺与其他国

家的强制性承诺之间未加区分。这最大程度缓解了发展中国家与

发达国家之间的紧张局面。 

相同的义

务，有区别

的严格程度

或承诺 

所有国家都应承担限制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责任，而一些国家

比其他国家承担更严格的义务。可以选择不同类型的承诺来承担

义务，有些国家可以承担“量化排放限减目标（QELRO）”，而

其他国家可以采纳可再生能源目标或能效目标。在“德班增强行

动平台特设工作组”的准备阶段，欧盟也考虑了有区别的承诺，

比如浓度目标（单位 GDP 排放或者人均排放）和偏离基线情境排

放。 

界
定

区
别

化
的

方
式

 

不同的基准

年 
各国可以选择不同基准年开始（或者选择几年的平均数），如《蒙

特利尔协定书》所做的那样。 

相对缓慢的

逐步导入 

发展中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组别被允许相对其他国家更加缓慢的

逐步导入规则，比如在目标和时间表方面。这种区别化方法的持

续时间是一个主要问题。像《蒙特利尔协定书》一样，宽限期的

一个条件可以包括对某种管制物质（人均）消费/生产设一个临界

值。 

区分奢侈性

排放与生存

性排放 

可以给与最贫穷国家“生存性排放”，其不包括在减缓气候变化影响

的规定内，或者设置与富裕人群生活方式相关的“奢侈性排放”不同

的定价。如何区分奢侈与否不可避免会引起争议，《蒙特利尔协

定书》中关于“关键用途豁免”协议提供了有用的参考点。 

*机制和解释皆来源于第三、四章里的表格和其中提及的参考文献。 

来源：作者汇编 

参与机制 

    最后，参与机制涉及到激励各缔约国切实参与到未来 2015 气候协议中。本文再

次确认在上述每一个分析过的协议中都能够找到协助遵约的相关描述，并且这对于

发展中国家的参与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方面最显著的方法就是技术转移和（有条件

的）资金支持，在第 4 章的例 1、2、4 和 5 中已经说明。从这个角度，公共适应资

金也可被看成做是一种参与机制。事实上，来自附录 1 国家适应资金应该“首先考

虑最脆弱的发展中国家，比如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非洲”（UNFC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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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dec.2/CP.15)。这种区分方法超越了附录 1 和非附录 1 国家的二分法，在仅仅

讨论减缓气候变化影响时，也超越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各自的能力）”。 

    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机制还包括技术援助和“贸易援助”。其他经过验证的参与

机制还包括关键用途豁免、信息交换、研究推广和能力建设（见表 20）。 

    区别化机制和参与机制都要求信息先置，以保证透明性、可量化性、可比较性

和可核实性。所有这些将能够使各缔约国更好地监控他们遵守各自的温室气体限排

和减排目标。反过来，这又有助于提高国家和全球层面的努力，以保持全球变暖幅

度小于 2°C。 

 

表 20： 参与机制 

机制* 解释 

经济补偿 
所有国家在减缓气候变化影响上都承担相似的责任，但发展中国家有权

因为在追求本国的人道主义和发展目标过程中的环境限制而获得经济

补偿。 

技术转移 
所有国家在减缓气候变化影响上都承担相似的责任，但发展中国家有权

得到技术转移。如例 3 中提到的优惠的市场准入，能够有助于技术转移。 

关键用途豁免 
这项参与机制可以用于特定国家，以及按照国际海事组织市场机制提案

下对例如食物或药物等物品的运输。这一机制同样适应于某些类型的减

排。 

共同履行承诺 

允许缔约国共同履行承诺能够使整体计算的温室气体减排水平超越协

议水平，同时减轻某些国家的负担。这一机制可以帮助某一国家接受更

高的限排或减排目标，因为目标的一部分转向了共同履行承诺的国家团

体，而不是这个国家自身。 

信息交换、研究

推广、能力建设 
尽管这三个机制各不相同，但是如果它们帮助发展中国家更积极地参与

减缓气候变化影响，它们都能起到促进遵约的作用。 

* 机制和解释皆来源于第三、四章里的表格和其中提及的参考文献。 

来源：作者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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